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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瑞典 1980 年全國性核能公投、決議至 2010 年逐步淘汰核能，因而，於

2016 年《能源政策框架協議》設定 2040 年達成「100%再生能源電力」，2045

年為淨零年。然 2009 年開始發展再生能源之一的陸域風機，民眾抗爭由「不

要在我家後院」轉變成「不要在任何人家後院」，發展所受到的阻力與障礙

超過預期；而太陽因輻射量低、加上無大型儲能設施，又與農地競爭土地是

發展太陽光電最大問題；而最關鍵因素是發電業外的其他各部門電氣化的

推動，使得電力需求大於預期，將由 2024 年之 1,700 億度倍增至 2045 年

3,000 億度。因而於 2023 年修正為「100%無化石燃料電力」，使電力得以成

為支援其他產業與部門電氣化之重要支援。此一修正使核能重回能源結構

一環，主要是以「是否排放碳」為衡量指標之「技術中立」原則下的選擇。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 2024 最新資料顯示，電力消費來自水力、風力和太陽光

電、生質能與廢棄物及核能總共為 99.52%，已幾近 100%無化石燃料，這是

包括 29.29%核能提供之電力。此外，瑞典善用其高碳稅稅率收入進行「綠

色稅收移轉」，針對壞財貨如 GHG 課碳稅、移轉至所得減稅少及投資抵減，

因此得享有減少 GHG 及經濟發展雙紅效果。最後，觀察一單位能源投入作

為電力與熱力的能源消費耗損率，可得知一國能源消費密集度（效率），瑞

典 1990-2023 年平均能源消費耗損率為 35.73%，耗損主要源自電力遠距離

多方傳輸至歐洲各國線損。而台灣同時期耗損率則為 53.42%，主要是台灣

能源有大量的化石燃料，損失來自燃燒化石燃料產生電力伴隨廢熱的損失。 

關鍵詞：用過核燃料、無化石瑞典、潔淨能源惠及所有歐洲人、核能廢棄基金、

綠色稅收移轉、雙紅效果、能源消費耗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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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瑞典是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歷史上主要的能源是以木質燃料為主1，二次世

界大戰後，因經濟發展需要、先是仰賴煤、繼而開始大量使用石油，1965 年為避

免油價高低起伏變動的不確定性，同時要確保能源安全及供電穩定，因此開始籌

劃興建核電廠（Kaijser & Högselius, 2019）。1970 年代、瑞典整體能源消費有 75%

來自石油、其中電力則有 25%仰賴石油的情況下，石油危機的發生更加速核電廠

興建計畫的推力，第一座大型商業用核電廠於 1972 年開始運轉（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25）。然 1979 年美國三哩島核外洩事件（Three-mile Island accident）

的發生，瑞典因此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於 1980 年以全國性公投決定核反應爐逐步

淘汰（phase-out）的國家；在此事件之前，核電廠的運轉並非沒有爭議，運轉數

年後核廢料的處理也成為世界處理核能政治議題的國家（Roßegger & Ramin, 

2013），至 1977 年立法通過核廢料的妥適處理方式2，奠定了瑞典在世界管理核廢

料的領先地位（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25）。公投後又發生 1986 年烏克蘭

的車諾比核事故（Chernobyl nuclear disaster），促使人們進一步更重視核反應爐淘

汰的問題，瑞典政府雖未因此加速淘汰核反應爐，然於 1988 明確決定 1995 年起

開始逐步淘汰，以能在 2010 年完全淘汰（Nohrstedt, 2008）。由此可見，電力部

門因經歷核能公投逐步淘汰所產生的不確定性，雖未強制推行核能淘汰計畫，但

也同意不補助核電；因此，在更多形式的再生能源進入電力系統取代核電之前，

 
1  所謂木質燃料（woodfuel）就是生物燃料（biofuel）主要是以樹木或是樹木的某些部分為燃料

（Hillring, 1998）。瑞典目前最新 2024 年的能源組合中，生質能及廢棄物仍提供總能源供給的

26.43%（這是以兆焦耳能量單位衡量的能源供給，1兆焦耳（terajoule, 以下簡稱 TJ）等於 277,778

度電），這些是利用瑞典龐大的林產業生產固體生物質的木質燃料，主要用於供熱和發電，而

液體生物柴油等液體生物燃料則用於交通運輸，至於廢棄物則生產一些沼氣用於電力生產、加

熱及運輸燃料等（IEA, 2024a）。 
2 瑞典 1977 年頒布的《核反應爐特殊許可法》（瑞典語：“Villkorslagen”，意思為《條件與條款》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規定新建核反應爐在投入運行前，所有者必須證明有能力安全

管理所有放射性廢棄，然這是一項政治妥協，隨後即被 1984 年頒佈的綜合性《核子活動法》

（1984 Act on Nuclear Activities）取代，此一安全立法之法案、是透過許可證制度正式確立廢

棄物的處理責任，其基礎是許可條件和監督系統；此法規定核子活動應以符合安全之方式進行，

並履行瑞典為防止核武擴散而簽署的國際協議之規定與義務（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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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電力系統的穩定依舊是重要課題。 

因此，自 2003 年以來、瑞典以「綠色憑證系統」（green certificate system, 以

下簡稱 GCS，或稱為 electricity certificate system, 以下簡稱 ECS）鼓勵使用再生

能源產生的電力，讓再生電力發電者除了有電力的銷售收入外、還有綠色證書交

易收入，此種方式是對再生能源電力供應者的一種補貼，並藉此實現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以下簡稱 EU）所主導的再生能源目標，使瑞典為國際能源總

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以下簡稱 IEA）成員國中、僅次於瑞士，為非化

石燃料電力佔比第二高的國家。瑞典在 2016 年跨黨派的《能源政策框架協議》

（Framework Agreement on Energy Policy）共識，作為 2018 設定 2045 年為碳排

放淨零（net zero）目標年基礎，此一協議積極面是廢除瑞典阻止核反應爐發展 3

所課徵的核容量稅（nuclear capacity tax），消極面既未強制逐步淘汰現有核電產

能，卻也沒有禁止新建核電產能，當時設定目標是使瑞典至 2040 年實現「100%

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電力」（IEA, 2019）。然以此方式使再生能源佔據主

導地位，其他新的但沒有補貼的低碳技術幾乎沒有發展空間，又如果電力需求成

長未如預期，再生能源電力如成長過快、對電價將構成壓力，如此乃促使瑞典攜

手其他北歐國家協調能源政策與氣候變遷減緩政策（IEA, 2019）。 

然再生能源發展的阻礙超過預期、又電力需求遠大於預期，為因應增加的電

力、瑞典乃於 2019 年依據 EU 於 2018 年通過《能源聯盟與氣候行動治理條例》

（Regulation (EU)2018/1999）戰略框架，第一次遞交所有 EU 成員國需制訂為期

10 年的《國家能源與氣候計畫》（National Energy and Climate Plan, 以下簡稱

NECP），以維持與 EU 的「55 套案」（fit for 55）一致。為解除再生能源發展的障

礙、並提供超乎預期之電力需求的成長；進而於 2023 年宣布由原定 2040 年實現

「100%再生能源電力」改為「100%無化石燃料（fossil-free）電力」（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25），此一改變主要是納入核能；於此同時、EU 永續活動分類（EU 

 
3 瑞典自 1984 年課徵的核能稅，原是依據核能所生產的電力所徵收，此種稅收課徵的目的是要減

少核能的消費、不過度仰賴核能；而 2000 年後則將此改為核容量稅，主要是基於核反應爐發

電的熱功率徵收，不管實際所產生的電力，這種課徵則是更積極的限制核電廠的興建及核反應

爐之運作（Ministry of Climate and Enterprise,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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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onomy for sustainable activities）4也將核能投資納入「綠色」範疇，如此使核能

在瑞典新階段能源政策中具有決定性角色（European Commission, 2022）。至此，

瑞典永續能源的組合除了國內原本豐沛的水力資源外，其他就是核能與生質能及

廢棄物（IEA, 2026q）5。如此、使得電力的產生主要來自水力、核能、成長中的

風力能源與生質能與廢棄物等潔淨能源6，讓瑞典與瑞士兩國來自這些潔淨能源

發電佔總發電比幾乎毫無差異的分別為 99.69%及 99.52%7（IEA, 2026j；IEA, 

2026av）。此外，運輸也是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 以下簡稱 CO2）的另一個主

要排放部門，不含國內航空的運輸部門至 2030 年需降至比 2010 年低 70%（IEA, 

2024）；再者即是工業部門，透過 2015 年所設定的無化石瑞典（Fossil Free Sweden, 

以下簡稱 FFS）計畫，不設定工業部門的統一減碳比例，CO2減量比例與途徑則

是由 22 個不同行業（如鋼鐵、水泥、採礦）各自訂定（Fossil Free Sweden, 2021）。 

自核能加入後、使其在瑞典能源組合中一舉提升至 1984 年的 40%，所取代

的是原本高達 75%的水力能源、隨之降至 55%，石油能源的比例也下降（Wickman, 

1988）。減少石油能源的使用除降低價格波動的不確定性可能產生的風險外，在

現今看來主要的貢獻是減少 GHG 及伴隨的空氣污染之排放（Riekkola, et al., 

2011）。進而，在淨零目標下、除維持重工業的低碳地位外，主要策略是擴大末端

 
4 EU永續活動分類主要目的是引導投資至最需要的經濟活動，以符合《歐洲綠色政綱》（European 

Green Deal）目標；此一分類系統主要定義是為了達 2050 年淨零排放路徑之氣候與其他更廣泛

環境目標經濟活動所設定的標準（European Commission, 2025）。 
5 所謂生物能源是指利用植物有機物質（即生物質, biomass）所獲得的能量，也稱為生質能源，生

物質中含有植物經由光合作用吸收的碳，當生物質用於發電時，燃燒過程中碳會釋放出來並返

回大氣，這使得現代生物能源成為一種低排放燃料（IEA, 2026bg）。詳細討論在第貳節的第三

小節「水力、風力、太陽光電再生能源及生質能與廢棄物燃料的發展」中有詳細討論。  
6 基本上並無潔淨能源（clean energy）的單一定義，此處是依據 IEA 的說明，泛指控制升溫不超

過 1.50C 下的低 GHG 排放或無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emission, 以下簡稱 GHG）排放及其

他空氣污染物的排放，同時遠離不使用煤、油及天然氣之化石燃料的能源類別均涵蓋在內；包

括再生能源類（renewable energy）的太陽光電、陸域及離岸風力、水力、地熱及生質能；或是

運作過程中僅有低 GHG 排放的核能或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的提升都算潔淨能源（IEA, 

2021a）。 
7 瑞士在最新 2024 年資料顯示來自各式潔淨能源分別為生質能（1.31%）、廢棄物（2.73%）、核能

（29.06%）、水力（59.09%）、太陽光電（7.29%）及風力（0.21%）等佔總發電比為 99.69%（IEA, 

2026av）；而瑞典則分別為生質能（4.11%）、廢棄物（2.52%）、核能（29.29%）、水力（37.70%）、

太陽光電（2.41%）及風力（23.49%）等佔總發電比為 99.52%（IEA, 202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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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產業的電氣化，因此，建立在高比例潔淨能源組合基礎上的電力，才能擴大

瑞典其他用電產業電氣化、協助其他部門的脫碳（IEA, 2026j）。2024 年最新的資

料顯示，瑞典能源總供給量（total energy supply,以下簡稱 TES）中來自各式潔淨

能源合計佔 TES 的 75.01%，核能在 TES 中已超過水力能源（IEA, 2026q）。而電

力產生自各式潔淨能源佔總電力的供給，在最新的 2024 年更高達 99.52%（IEA, 

2026j）。事實上，瑞典潔淨能源所生產的去碳化電力、除了期間核反應爐的運作

因公投而有所變動，加上近 10 年再生能源的陸上風力發電、稍取代水力及核能

貢獻一些潔淨能源於電力生產上，另外就是這三種潔淨能源產生電力的成本都屬

於有競爭力，其中水力最便宜、陸域風力次之，核能則為成本有競爭力的第三便

宜潔淨能源（Rosner & Fields, 2021）。 

相對於其他國家、瑞典得天獨厚的水力資源而有一個好的起始點，再生能源

類的陸域風力（onshore wind power）或離岸風力（offshore wind power）及太陽

光電，於近 5 年合計約以年增 1%的速度貢獻於 TES，而這些再生能源電力以風

力發電為主，佔了總發電來源約四分之一（IEA, 2026j）。而瑞典的核能、由興建、

他國核意外產生的反核、核容量稅課徵無獲利關閉；產業對於能源這項重要生產

要素來源選擇的成本考量，是促使核反應爐再度興建、運轉的另一重要因素，是

2016 年產業呼籲「淘汰一種清潔、廉價且高效的能源類別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

稻草」（Faber, 2023）。然對於核能再度復甦亦有人持不同觀點，認為為避免大規

模核事故發生需要徹底疏散和安置、在經濟上是不划算的（Javid, et al., 2025）。

除前述瑞典相關能源供應與使用的重要轉折外，瑞典能源署（Swedish Energy 

Agency）亦制訂 2035 年的發展規劃，並提出四個未來願景，願景之一是能源是

實現氣候適應型成長的跳板，瑞典因而致力成為氣候解決方案和環境技術領域的

全球先驅，建構永續的全球能源體系，能源政策的重點在於氣候智慧型研究和創

新，以及在廣泛領域內的示範和商業化（Melin & Kronlid, 2019；Söderholm & 

Petterssonm 2008；Swedish Energy Agency, 2016）。 

瑞典各階段的能源使用均有對應的管理政策，於 1957 年因政府財政短缺引

入了能源稅（energy tax），1970 年代石油危機後，稅收制度確立為推動國家能源

政策的手段。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能源政策主軸是導入其他燃料取代石油；至

1990 年來自能源的相關稅收則賦予環境屬性與對應功能，如今這些稅收可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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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CO2排放的最有力工具。如果特別聚焦於 GHG 排放的管理8，瑞典的能源稅

是基於碳稅（carbon tax）和燃料能源稅的組合。瑞典是僅次於芬蘭及波蘭於 1990

年課徵碳稅後，於 1991 年成為全世界第 3 個課徵碳稅的國家，進而於 2005 年又

成為 EU 碳排放交易機制（emission trading scheme, 以下簡稱 ETS）的交易國之

一，可說是兩種減碳政策並存。瑞典當今的能源政策在減少 GHG 排放上可說極

具野心，政治及大眾有共識，因此訂 2045 年為達成淨零目標年，也就是至 2045

年必須將國內的 GHG 排放量降至比 1990 年水準少 85%9，至最新的 2023 年的

IEA 記錄已降至比 1990 年水準低 38%（IEA, 2024）。 

由此顯見，瑞典核能的使用、除其他國家核反應爐突發事件造成的波動外，

存廢的擺盪也來自穿插其中的政治角力（Nohrstedt, 2005）。然而、讓核能在瑞典

得以彈性增減與其他能源形成多元組合10，最關鍵的是瑞典民意，自 2006 年以來

每年的調查顯示，瑞典民眾對核能的支持率很高、少則為 45%、最高則為 75%

 
8 GHG氣體包括 CO2、甲烷（methane, 以下簡稱 CH4）、氧化亞氮（nitrous oxide, 以下簡稱 N2O）、

水氣（water vapor, 以下簡稱 H2O）及氟化氣體類的氫氟碳化物（hydrofluorocarbons, 以下簡稱

HFCS）、全氟碳化物（perfluorocarbons, 以下簡稱 PFCS）、六氟化硫（sulfur hexafluoride, 以

下簡稱 SF6）與三氟化氮（nitrogen trifluoride, 以下簡稱 NF3）等共 8 類；其中 CO2、CH4 及

N2O分別佔 80%、10%及 6%。因各種氣體 1噸的排放量對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以下簡稱 GWP）影響差異極大，比如分別排放 1 噸 CO2和 1 噸甲烷，甲烷 1 噸的 GWP 為 25-

28噸，而 CO2排放 1 噸的 GWP就是 1 噸，如統一以 1 噸的 CO2為一單位，各排放 1 噸的 CO2

及 CH4則為 26-29 噸 CO2e，其他類型的 GHG 排放同樣也可轉換成與 CO2比較，亦即以 CO2e

表示是一種比較的指標，將各種 GHG 的排放量轉換為等效的 CO2量，以能對整體氣候影響進

行統一評估，同時便於比較、以能掌握各 GHG 類氣體的減量管理（SWEEP, 2025）。而如果是

僅考慮排放比例最高的 CO2，則以 CO2表示即可。本文沒有特別區分 GHG 或是 CO2，如果是

討論瑞典能源政策或 IEA 料與減碳有關之資料時，因相關文獻或資料均寫 CO2，參閱此類文

獻則同樣以 CO2說明，這可能源自於 CO2是所有 GHG 中佔比最高的氣體，因而選擇先行處理

比例最高的氣體；然如果是本文的一般性論述，則以 GHG 指稱，沒有特別強調針對哪一類氣

體時，不排除兩者是互通使用。 
9 至 2045 年並沒有正好將 GHG 降至 1990 年的水準，剩下 1990 年 15%未去除的 GHG 排放量，

則由森林與土地或生質能源與碳捕獲及儲存（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以下簡

稱 bio-CCS 或 BECCS）的額外吸存（additional absorptions）與海外減量（reductions abroad）

來完成（IEA, 2024a）。 
10 Millot et al.（2020）比較法國和瑞典在能源轉型上的優劣，指出法國一直以來都以高度集中的

方式規劃其能源投資，而瑞典的能源體系主要是各市鎮規劃能源之使用，兩個國家 CO2 排放

雖都有顯著的減少，然法國未來在提高發電量、降低天然氣的使用等面對的挑戰會比瑞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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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25；Viklund, 2004）。IEA 建議瑞典下一階段能源

轉型應利用其低碳電力系統，透過電氣化實現其他部門的脫碳，至最新的 2024 年

為止，瑞典的電力能源 99.52%來自潔淨能源、已幾近完全的去碳化（IEA, 2026j），

此時，需要的是進一步調整部門改革以適應能源轉型帶來的電力系統變革（ IEA, 

2024）。雖然電力系統是瑞典能源轉型的基石，然面對長遠未來工業電力需求的

成長，加上對快速去碳化的實現，尚須考慮能源技術特質的成本、複雜度及安全

性（Vinichenko, et al., 2023）。在未來轉型待開發的風力發電及其他再生能源，能

否突破一如諸多國家面臨的繁瑣審核而得以順利發展；又現有與新建核能廠的不

確定性，比如，鈾是否可穩定供應及降低核廢料長期的影響與減緩處理的挑戰，

均是影響轉型能否順利的關鍵因素（IEA, 2024；Krayem & Thorin, 2019；Qvist & 

Brook, 2015）。 

要瞭解瑞典進入下一階段能源轉型，首先需掌握過去至今能源政策在各階段

施行的背景，依此方可得知瑞典如何在先天條件加上後天政策的配合下而產生今

日之結果。而瑞典能源轉型中各種成果的表現，可觀察 TES 來自各種來源的組合

在歷年的變動、不同能源組合對應所產生的 CO2 排放總量、人均 CO2排放量及部

門別排放量、電力來自各能源之組成及電力的進出口量；除呈現瑞典的相關成果

外，尚可與台灣對應結果相互比較、必要時亦對照瑞典所屬北歐 5 國（the Nordic 

countries）整體，即丹麥、芬蘭、冰島、挪威及瑞典本身及世界整體的異同。最

後、必然是回頭看看台灣能源政策可借鏡處。 

貳、瑞典能源政策的變革 

一、由「100%再生能源電力」轉向「100%無化石燃料電力」的意涵 

瑞典自 1990 年左右、將氣候變遷與其他環境問題並列看待，重點是透過污

染減量目標來減少污染，因此，自 1988 年以來，穩定 CO2 排放一直是瑞典的政

策目標，瑞典在減少能源相關 GHG 排放方面常被視為是「氣候進步型」（climate 

progressive）的國家（Keskitalo, 2010）。EU 於 2018 年通過《能源聯盟與氣候行

動治理條例》（Regulation (EU)2018/1999）戰略框架，此一框架要求 EU 所有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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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要制定一份為期 10 年的計畫，而每 5 年進行大幅度修訂，以能維持與 EU 的

「55 套案」（fit for 55）一致。瑞典依據此一戰略框架，因而於 2019 年遞交第一

份 NECP 計畫給 EU，此一計畫共有 5 個面向，分別為 GHG 排放減量（包括再生

能源）；能源效率；能源安全；國內能源市場；研究、創新和競爭力；能源政策的

總體目標是創造條件，實現高效率、永續的能源利用，同時減少對健康、環境和

氣候的負面影響，並促進生態永續社會的轉型，而這些能源目標與 EU 兼顧能源

供應安全、競爭力以及環境永續性的能源三大支柱目標是相契合；而在此一 NECP

計畫則將 2018 年於《瑞典氣候法》（The Climate Act）所訂的淨零明訂 2045 年為

淨零目標年放入其中，淨零是屆時 GHG 排放將降至比 1990 年低 85%，其餘 15%

可以增加森林和土地的碳吸收、利用生物質燃燒進行碳捕獲和儲存，以及支持其

他國家碳排放的減少等計畫來完成（ Ministry of Climate and Enterprise,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 

在 NECP 計畫提出前，瑞典的目標即是在 2040 年實現 100%的電力生產來自

風力、太陽光電、水力及生質能源之再生能源。2019 年首次提出 NECP 計畫時，

更明訂電力願景至 2040 年要實現「100%再生能源電力」目標，是以發展風力與

太陽光電為主，當時雖未立即關閉所有核電機組，但在此一目標上並不將核能視

為長遠發展的重點（IEA, 2024）。這是 1990 年公投後消極禁止核能、實施碳稅和

推行能源效率提升計畫的綠色能源政策以來，被視為大膽能源決策的一環

（Fischer & Berglund, 1994）。而 2015 年啟動醞釀的 FFS，使瑞典成為全球第一

個無化石燃料福利國家的願景，FFS 是瑞典政府為加快氣候轉型步伐而發起的一

項倡議，並作為政府、產業和地方政府等利害關係者的平台，其目標是支持瑞典

各部門擺脫對化石燃料依賴的脫碳行動，設計了 22 個部門與產業的路徑以作為

實現無化石燃料努力的基石（Fossil Free Sweden, 2021）。由此可見，瑞典的能源

政策可說是圍繞特定燃料或能源來源做考量，因此，各階段持續關注的特定燃料、

只要運作良好，提供夠多的無化石燃料 TES、瑞典就繼續將這種「漸進式燃料中

心主義」當作政策制訂的手段（Fischer & Berglund, 1994）。 

然而、瑞典至最新 2024 年 6 月提交給歐盟委員會的更新版 NECP 的核心，

已將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由 TES 轉向以 TES 與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以下簡稱 GDP）之比的能源密集度（energy intensity）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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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密集度至 2030 年要比 2005 年提升 50%，同時與 EU 的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

目標要有更強的連結。此外，NECP 更新版中明確載明，瑞典能源政策的轉型、

不僅是瑞典本身到 2045 年要實現淨零目標，同時還要塑造一個永續的福利社會，

激勵其他國家也走同樣路徑；因此，FFS 倡議延續至 2023 年，2024 年更新 NECP

計畫中則明示 2040 年的電力政策目標由「100%再生能源電力」修正為「100%無

化石燃料電力」，之前設定「100%再生能源電力」主要是將核能排除在外，而修

正為「100%無化石燃料電力」則是讓核能成為能源結構的一環，如此的轉變、主

要是各部門電動化、電力需求預計至 2045 年將倍增，總電力需求將由 2024 年的

1,700 億度增加至 2045 年的 3,000 億度（IEA, 2024），如此的轉變表示瑞典政府

不再區分發電手段（風能 vs. 核能），僅以「是否排放碳」作為唯一衡量指標的

「技術中立」（technology neutrality）（IEA, 2019）11。至最新 2024 年資料顯示，

瑞典能源來自水力、風力和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生質能與廢棄物及核能分別佔

TES 的 11.58%、9.72%、26.43%及 27.28%，TES 來自非化石燃料合計為 75.01%

（IEA, 2026q）。而同樣最新 2024 年資料呈現，電力來自非化石燃料的水力、風

力、太陽光電、生質能、廢棄物及核能分別佔 37.70%、23.49%、2.41%、4.11%、

2.52%及 29.29%，來自所有非化石燃料之潔淨能源提供之電力佔了 99.52%，由此

可見、幾乎已達無化石燃料電力（IEA, 2026j）。 

 

 

 

 
11 技術中立最早是瑞典 2006 年正式實施的『幫浦法』（Pump Act）正式名稱為《可再生燃料供應

義務法》（Act on the Obligation to Supply Renewable Fuels，實施此一法案目的是提高可再生燃

料供應的可得性以減少 CO2 排放，2009 年規定 1,000 立方公尺的汽油或柴油加油站都必須裝

設 85%乙醇汽油或生物甲烷氣(biogas)，但由於 85%酒精汽油泵浦裝設成本遠低於生物氣設施，

因此絕大多數加油站均安裝 85%酒精汽油泵浦，使該法案變相補貼酒精技術，而非真正的技術

中立，因此，後續在 2016 年的《能源協議》（Energy Agreement）中，瑞典意識到減量義務僅

強制硬體安裝，可能不如對產出（碳排）定價來得有效，然此一法案的施行，意外使瑞典成為

全世界 85%乙醇站最密集的國家（Committee on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Swedish 

Parliamen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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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能政策的轉折 

（一）核能由確保能源安全、充分自給至逐步淘汰公投 

1965 年瑞典在 TES 高比例的用油年代，為了避免油價變動的不確定性、以

能確保能源安全並掌握充足的能源自給，開始規劃興建核反應爐；此後，1967、

1973 及 1978 年陸續發生的石油危機更強化了此一規劃，於是、1964 年開始有小

型區域供暖（district heating, 以下簡稱 DH）核反應爐之運轉，而第一座大型商

業用核反應爐乃於 1972 年正式商轉，至 1984 年核能一舉提升至 40%的瑞典電力

來源，取代了核電廠建置前水力佔有的近 75%電力來源中的 25%（Wickman, 1988）。

然美國三哩島 1979 年核洩漏事件（Three Mile Island accident），導致瑞典於 1980

年舉行公投，決定核反應爐的淘汰方案，絕大部分選民決議興建中的核反應爐可

以繼續，只要運作仍具有經濟效益，在正常 25 年壽命使用下、最慢需於 2010 年

找到替代能源，以關閉所有 12 座核反應爐。在核能沒有新增投資、CO2的排放依

舊需控制，而其他替代能源尚未出現之前，電力供給減少、電價在無核時代不可

避免將上漲（Andersson & Hådén, 1997；Bergman, 1988）。瑞典議會除執行公投所

有核電廠應需 2010 年前逐步淘汰外，同時也決定降低國家對石油的依賴12，而設

定能源使用的長期目標，首要提高能源效率，進而，基於永續、最好是使用再生

和本土能源及對環境影響小的能源系統為轉型標的（Kaijser, 1992）。基於此、瑞

典議會同步立法可在原廠址設新反應爐以取代原來之反應爐，即便如此，4 座核

反應爐依舊陸續於 2020 年關閉（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25）。 

由此顯見、在不違反公投議決、也不浪費已規劃興建並繼續運轉可用核反應

爐之情況下，瑞典的核反應爐仍面臨關閉，迫使核反應爐關閉的主要原因是，來

 
12  2010 年 ， 瑞 典 在 新 的 核 能 政 策 決 議 的 辯 論 中 ， 瑞 典 民 主 黨 / 保 守 黨 （ Sweden 

Democrats/Conservative Party）、中間黨（Centre Party）、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Swedish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和綠黨（Green Party）最活躍，投票結果為 174 票贊成，172 票反

對，因為核能被視為氣候潔淨（climate clean）能源，為能源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間黨

以往持反核立場，視核能為氣候潔淨而改變其對核能的態度（Edberg & Tarasova, 2016）。瑞典

核能議題的爭論不僅發生在政治人物，比起其他國家、如巴西、日本及美國，因為諸多相關爭

論使瑞典民眾因此對核能有較多的認識，比如相對高比例的瑞典民眾知道核能有較少的 CO2

排放（Reiner,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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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部分對核反應爐有高度意見的鄰國丹麥，巴塞貝克（Barsebäck）核電廠位於瑞

典南部，距離瑞典第三大城馬爾默（Malmö）約 30 公里，而距 83%居民反對核

能的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僅 20 公里，而丹麥其他地區平均也有高達 70%居民反對

核電廠的設立（Löfstedt, 1996a）。當然，瑞典人現在認為，1980 年的逐步淘汰核

電的決定是親核一方為了安撫核能反對派、爭取時間所採取的策略性退讓

（Kaijser, 1992）。此外，瑞典政治人物對能源轉型的願景，取決於其政黨在政治

光譜中的位置，而對核能的不同立場及各政黨後天建構的意識形態，後續，因對

核能立場不同的政黨執政，2010 年的辯論是瑞典能源轉型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Edberg & Tarasova, 2016）。此外，Sonnsjö（2024）歸納 2010 至 2022 年的 1,000

則新聞報導中，發現核能屬於無化石類能源是可同時顧及能源永續性、供電安全

性及考慮供電成本價格競爭力的一項能源；然一項調查 5,200 個瑞典人的大規模

研究發現，當風力或核能發電設施建在居民住宅附近時，具有傳統、威權、民族

主義（traditional, authoritarian, and nationalistic）價值觀和右傾政治意識形態的人

群，對這兩種能源的支持都會降低，即「不要在我家後院」的「鄰避效應」（not 

in my backyard, 以下簡稱 NIMBY）對這些人特別顯著，如此可能使瑞典低碳能

源投資（如核電廠和風力發電設施）會遭遇一些阻力，但是當要求人們評斷已位

於自身住宅附近的能源項目時，政治動機的影響會降低，人們或許會考慮其他直

接影響他們的政策措施，比如經濟補償和社區福利，表示這些政策措施能夠影響

人們對風力等的接受度（Liebe, et al., 2017; Knauf, 2022），但其對核能接受度的

影響尚不明確；因此，認識不同能源選擇的社會、心理及能源系統的社會和規範

是重要且必要（Lindvall, et al., 2025）。 

1980 年公投後、1986 年又發生烏克蘭的車諾比核事故，人們對核反應爐淘

汰的問題更佳重視，然瑞典政府並未因此加速核反應爐的淘汰（Nohrstedt, 2008），

僅於 1988 明確決定 1995 年起開始逐步淘汰，以能在 2010 年完全淘汰，但在工

會壓力下，1991 年推翻了此一決定，再加上政府任命的委員會評估 2010 年全面

淘汰核能在經濟和環境層面為不可行的結論下，所有核反應爐未必可在 2010 年

限期內逐步淘汰（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25）。如此表示，公投後政治風向

有所轉變，但車諾比核事故不可否認更進一步提醒民眾和政界人士核風險的存在；

各國也因車諾比核事故對核能支持度亦各不相同，支持度比較高的是美國、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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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法國和俄羅斯，以及一些中東歐新加入 EU 的成員國；至於德國、瑞典、

比利時、西班牙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則屬於相對謹慎的國家，這些國家有些原本

已決定停止核能進一步擴大，甚至關閉現有核電廠的國家，在 2010 年修改了這

些決定、比如瑞典，而促成這些國家由反對核能轉變成支持核能的主要因素是氣

候變遷及對化石燃料能源進口的高度依賴（Högselius, 2011）。然一如 Lindström

（1992）所言，無論是否依賴核能、政治意願和能力都是瑞典能源體系發展的關

鍵，只要逐步淘汰核能決策的可信度存在不確定性，各種能源技術的未來也將面

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由於存在相關的不確定性，如此則促使核能支持者抱持希

望認為各種能源技術不受核能影響，相反的、反對者則擔憂核能會阻礙其他能源

技術的發展。 

（二）核電廠的設立與風險溝通 

在瑞典由於大部分政策的制定是政黨協商產生，極少由公眾參與產生，因此，

風險溝通視為彌補公眾參與的不足，而對於能源部門產生 GHG 多寡的不同燃料

之使用亦不例外，因此，產生相對少 GHG 排放核能使用的溝通亦不例外（Löfstedt, 

1993）。巴塞貝克在 1980 年瑞典核能公投期間，因發生過大規模示威遊行、因此

被稱為「核能選舉」（nuclear elections）地點，丹麥人自這座核電廠建好就相當不

滿，認為不僅影響瑞典人口近 25 萬的馬爾默、更影響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當時的

130 萬人口，因此，丹麥立法要求關閉此座核電廠（Löfstedt，1996a；1996b）。瑞

典政府雖試圖與丹麥人進行風險溝通，然瑞典政府採取的是「老派」的風險溝通

方式，直接說服持懷疑態度的丹麥決策者和大眾，讓他們相信該核電廠是安全的；

然相關研究指出，此種溝通方式被認為一來缺乏信任，再者並非由丹麥掌控核電

廠，進而，大眾對電廠不熟悉、而有看不見的恐懼，因此，溝通方式不僅未嘗試

瞭解人們害怕電廠的原因，更帶有溝通者的傲慢和社會放大的風險導致失敗

（Löfstedt，1996a）。因此兩座反應爐機組分別於 1975 年和 1977 年開始運行，終

究於 1999 年 11 月和 2005 年 5 月關閉（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24a）。 

1980 年的全民公投是針對該以何種方式關閉核反應爐詢問，並未就瑞典是

否繼續推展核能計劃進行調查。此後，瑞典政府每年都會調查民眾對核能的看法，

每年的結果都顯示、瑞典民眾對核能的支持度基本上都很高，最新 2024 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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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有高達 75%民眾支持核能，遠高於歐洲整體的 44%及同屬北歐 5 國的鄰國芬

蘭之 52%及能源消耗大國美國的 54%（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25）。如以性

別社經變數區分，在 1986-2011 年瑞典一系列的調查中，發現男性對核能的支持

度較女性高，依然有相當比例女性支持核能，但女性反對核能的比例變化不大，

且年紀越高支持率越大（Sundström & McCright, 2016）。Viklund（2004）針對核

能風險認知的調查發現，瑞典民眾普遍認為他人面臨的風險大於自身面臨的風險，

而對於不同能源生產系統的風險認知，瑞典民眾認為以核能為能源生產系統的風

險即便大，然以石油和煤炭的能源系統風險則更大，這或許可解釋瑞典民眾比其

他國家有更高核能接受比率的原因之一。核能是否會再度興盛，或許是源自人們

日益對氣候變遷的關注所致，也可能是取決於公眾和政治人物對核能的支持度影

響下的結果（OECD, 2010）。 

瑞典即便普遍核能的支持度是高的、然仍於 2015 年至 2020 年陸續關閉一些

核反應爐，主要原因是瑞典政府在 1990 年起開始課徵核容量稅，讓使用核能相

對於其他能源成為一種懲罰，且容量稅的稅率逐階段提升、最高使核電業者年繳

45 億瑞典克朗高成本，再加上以核能和水力為主的便宜電價，核反應爐難獲利因

而逐一關閉（Schipper & Price, 1994）。在核反應爐陸續關閉後，瑞典工會和產業

都對此影響深感擔憂，因電力是產業的重要生產因素，電力成本自然成為產業選

擇電力能源的關鍵考量，核電包括廢棄物處理、基礎建設和退役費用總成本每度

約為 1.7 至 2.0 歐元，任何替代能源成本都比此一成本來得高，如天然氣每度為

2.85 歐元（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25）。當風力、太陽供電等再生能源尚不

普及的情況下，根據 IEA 的評估，核能是僅次於水力發電第二低碳排放電力來源

（IEA, 2026a），因此，至 2023 年、當瑞典由原定 2040 年實現「100%可再生能

源電力」能源政策目標改為「100%無化石燃料電力」後，瑞典又啟動新階段核電

廠建計劃。 

瑞典的核能在一系列政策變動中，由核能提供 TES 的比例或是作為電力能

源來源的比例可見，瑞典在核能上的彈性伸縮，在核能佔 TES 中，由有完整記錄

的 1990 年之 37.53%、期間持續維持在 30%至 40%之間，此一高比例主要取代了

以石油為燃料的 TES。直至 2020 年核能提供 TES 方低於 30%、為 27.70%，這已

是在 1980 年公投決定至 2010 年核能需完全淘汰後的結果，而核電裝置容量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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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下降了 29%，但卻仍提供瑞典總發電量的 40.45%（IEA, 2026j），至最

新 2024 年核能佔 TES 依舊維持在 27.28%，表示 2010 年逐步淘汰核能決議不僅

未落實，又更進一步於 2019 年取消抑制核反應爐裝設的核容量稅，並大幅提升

核能之無化石燃料發電比例，規劃至 2035 年前新建 2 座大型反應爐，至 2045 年

新建 10 座包括小型之核反應爐，使得核能仍舊佔 TES 及電力能源供給都接近 3

成的比例，加重核能角色以實現 2045 年淨零目標（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25）。 

（三）用過核燃料的處理與處置場址的選擇 

核能除了運轉可能存在的風險外，核廢料能否適當處置經常也是爭議的焦點，

一般通稱的核廢料事實上包括用過核燃料（used nuclear fuel）與無用的核廢料。

而所謂用過核燃料也稱為乏核燃料（spent nuclear fuel）常被誤稱或簡稱為核廢料。

核能關鍵且獨一無二的特點是，用過核燃料是有價值的裂變材料，過去 50 年來，

處理用過核燃料的主要目的是回收用過核燃料中未使用的鈽以及暫時用處較小

的未使用鈾，透過化學方法分離（再加工）回收為新燃料，以實現燃料循環，同

時從原始鈾中獲取約 25-30%的額外能量，除有助於國家能源安全外，鈾庫存得

以成為燃料來源，以降低對鈾礦的開採，減少廢物量擴大資源的使用（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2000）。此外，用過核燃料處理後、可將高放射性廢棄物的

處置量減少至原來的五分之一左右，後處理剩下的廢棄物放射性水準遠低於過用

核燃料本身，且大約 100 年後、放射性衰減速度也遠比用過核燃料本身快。除瑞

典外、歐洲國家如瑞士、芬蘭、德國、法國、比利時、美洲的美國和加拿大及亞

洲的日本，都制定了用過核燃料後處理政策，已累積相當經驗，然仍有許多國家

尚未轉變觀念、一律將用過核燃料視為廢棄物而非資源（ 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24b；Zhang, et al., 2009）。北歐有核能的芬蘭和瑞典，即便被公認

是對用過核燃料處置為全球最先進國家，由於各國民事法規的差異，全世界並無

統一的用過核燃料處置模式，又兩國並未給公民社會參與留下空間，然芬蘭和瑞

典相較下、瑞典除了是積極尋求最終處置庫的國家之一外，相關作為同時揭示其

他國家未來也會遇到最終處置庫的監管難題，然瑞典的公民社會組織（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在用過核燃料比芬蘭有更多參與評鑑的機會（Kar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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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Kojo, et al., 2020；Litmanen, et al., 2017；Rosner & Fields, 2021）13。 

而用過核燃料是否再加工主要取決於經濟和政治因素，前者是取得鈾的開採、

運送等等成本、而後者是鈽是否可能被挪用於核武的擔憂（Sanders & Sanders, 

2019）。因此，各國對用過核燃料再處置方式各不相同，瑞典早期的再處置是暫

擱置，而 1977 年至 1983 年間則少量出口至法國和英國，目前則在瑞典直接處置，

1992 年啟動地質處置庫（geologic repository）的選址、經過數年的調查，2009 年

完成選址、最終選定福斯馬克（Forsmark）14為全國用過核燃料的最終處置場址，

2011 年向瑞典輻射安全局（Swedish Radiation Safety Authority）及土地與環境法

院（Land and Environment Court）提交該處置庫的建造申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2014）。選址過程中、瑞典核燃料處理公司（瑞典語：Svensk 

Kärnbränslehantering AB, 以下簡稱 SKB）15以自願參與為基礎，當中有抗爭也有

自願參與但公投並未通過的城市，瑞典地質調查局（Geological Survey of Sweden, 

以下簡稱 SGU）也同步對瑞典全國進行調查以找尋潛在合適地點，最後，SKB 決

定在厄斯特哈馬爾市（Östhammar）和奧斯卡港（Oskarshamn）進行全面的場地

勘測和試鑽，勘測工作由 2002 年至 2007 年，內容涵蓋地質、水文、生態及社會

影響等多方面，同時將調查結果整理成場地模型，展示了場地現狀及其隨時間推

移的變化，這兩個城市都支持未來興建乏核燃料處置庫，經過分析和評估，最後

選定地層岩層堅實，裂縫較少，水流難以滲透的厄斯特哈馬爾市的福斯馬克

 
13 公民監管是公民參與（civil participation）的一種形式，因此，公民參與在用過核燃料的「參與

式」管理流程至關重要（Elam & Sundqvist, 2011）。 
14 福斯馬克位於瑞典東岸中部斯韋阿蘭（Svealand）的舊省烏普蘭區（Uppland region），屬厄斯特

哈馬爾市、是瑞典地理文化區域，包含現在的烏普薩拉（Uppsala）和首都斯德哥爾摩（Stockholm）

的一部分，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及烏普薩拉大學城就位於此區，是瑞典人口最稠密、發展最完

善的區域之一，在首都斯德哥爾摩北部、相距約 120 公里，主要以福斯馬克核電廠（Forsmark 

Nuclear Power Plant）和鋼鐵廠而聞名，坐落在波羅的海沿岸，同時也是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

施的所在地（SKB, 2025a）。 
15 SKB英文是 Swedish Nuclear Fuel and Waste Management Company，這是一家由瑞典核電產業

（包括私人企業和國有企業 Vattenfall）共同擁有的公司，肩負公共使命，依法負責管理和處置

瑞典的用過核燃料，其資金來自核電廠生產的電力所繳納的費用，相關費用進入「核能廢棄物

基金」（Nuclear Waste Fund），用於資助用過核燃料的安全管理和瑞典核電廠的拆除工作，SKB

基本上是一家私人企業、用此相關基金承擔至關重要的公共服務責任，並在政府嚴格的監管和

資金機制下運作（SKB, 20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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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dish Nuclear Fuel and Waste Management Co., 2012）。瑞典政府於 2022 年給

予 SKB 許可，進而於 2024 年獲得土地與環境法院的環境許可證及瑞典輻射安全

局的批准後施工（SKB, 2025a）。至於台灣燃料再處置於 1976 年在美國壓力下正

式放棄，目前是直接處置當成廢棄物，地質處置庫預計 2032 年才會確定，而對

於用過核燃料再處理和出口仍持續關注（Högselius, 2009）。在核能又獲得瑞典重

視後，如何確保能源安全供應的同時、一併實現未來的氣候目標，且減少核武材

料庫存是瑞典持續關注的課題（Grape, et al., 2014）。 

即便解決了核廢料安全議題、由於反核情緒依舊存在且公投已決定至 2010

年需逐步淘汰核能，瑞典政府乃順勢於 2000 年將原本在 1984 年以生產為課徵基

礎的核能稅（nuclear power tax），轉變成全球獨一無二的核容量稅、以阻止核反

應爐的發展與擴展16，且稅率逐階段調升。在核容量稅的徵收及低核能價格下，

2008 年整體核容量稅約 4.35 億歐元17，佔了瑞典核電營運成本的四分之一，使得

數個核反應爐運轉無利可圖而關閉（ Ministry of Climate and Enterprise,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5）。為了核能得以順利逐步淘汰，課徵容量稅

看似一個加速核反應爐關閉的有效工具。而瑞典針對用過核廢料的處理的特色是

監管與執行分離，由產生、運輸、貯存到最終處置每一個環節的監管都有法可依

循，用過核燃料的監管並不依循《一般廢棄物法》，而是依監管更嚴格的《核能活

動法》(Act on Nuclear Activities》及《輻射防護法》(Radiation Protection Act)等製

定一套廢燃料和其他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和處置方案；而執行單位則由瑞典核燃料

與廢棄物管理公司（Swedish Nuclear Fuel and Waste Management Company）負責，

這是由瑞典 4 家核電公司合資成立的單位，負責執行技術開發與設施營運；SKB

運作資金完全來自「核能廢棄物基金」（Nuclear Waste Fund），也就是核電公司每

發 1 度電，就必須撥一定瑞典克朗放入基金，由 SKB 估算未來的處置成本，將

後端環境成本內部化（internalization），內部化後的環境成本納入電價中，政府不

 
16 瑞典自 1984 年課徵的核能稅，原是依據核能所生產的電力所徵收，此種稅收課徵的目的是要

減少核能的消費、不過度仰賴核能；而 2000 年後則將此改為核容量稅，主要是基於核反應爐

發電的熱功率徵收，不管實際所產生的電力，這種課徵則是更積極的限制核電廠的興建及核反

應爐之運作（Ministry of Climate and Enterprise,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5）。 
17 在 2008 年歐元對美元年平均匯率約為 1.47121 下，約為 6.4億美元（Titan FX Limited,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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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般稅收支出，也不補貼處理費用（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25）。而 SKB

位於奧斯卡港以冷卻與過渡用過核燃料的中繼儲存場（瑞典語： Centralt 

mellanlager för använt kärnbränsle, 以下簡稱 CLAB），自 1985 年起處理瑞典全國

用過核燃料、而仍有高放射性燃料棒的主要中繼儲存場，容量由最初 5,000 噸、

經過數次擴充、目前容量擴大至 11,000 噸，以容納目前瑞典所有反應爐產生的用

過核燃料。用過核燃料在地下岩洞中水下儲存 40-50 年；之後用過燃料封裝在帶

有鑄鐵結構的銅罐中，裝入 500 公尺深的花崗岩處置庫，並用膨潤土填充。2025

年 Forsmark 最終處置場正式動工，而這是早在 2011 年就已提出申請，經過 14 年

取得許可後才可動工，完工後、目前在 CLAB 中繼儲存場的用過核燃料，將於

2030 年移至 Forsmark 最終處置場（IEA, 2022b；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2025）。 

三、水力、風力、太陽光電再生能源及生質能與廢棄物燃料的發展 

瑞典由於地理和氣候條件以及相對較低的人口密度，再生能源資源供給遠大

於總能源需求，而三種再生能源供給主要來自水力、生質能及風力（Nilsson, et al., 

2004）。水力發電是瑞典電力系統的支柱，水庫可用於儲能、其儲能容量相當於

全國年用電量的 25%，使水力發電成為一種可調度的電源（IEA, 2024）。而結合

瑞典與挪威的水庫，則佔了全歐洲約一半的水庫蓄水能力，因此稱為「北方水力

發電廠」（hydroelectric battery of the north），也稱為「歐洲綠色電池」）（green battery 

for Europe）（Heineman, 2011）。儘管瑞典擁有豐富的水資源，但由於少數幾條大

型河流受到法律保護，水力發電的未來擴張受到限制，因此，水力佔 TES 自 2000

年以後，則由原本約佔 15%下降至最新 2024 年的 12%（IEA, 2026q），而小型水

力發電因對相關小溪流的環境影響而備受爭議；因此，就資源、政策投入和影響

而言，生質能和風力顯然是瑞典迄今最重要的再生能源來源（Wang, 2006）。瑞典

擁有龐大的木材加工業，木質燃料是其副產品，生物質和廢棄物燃料中佔比最大

的是初級固體生物質燃料，例如木片，而生物質和廢棄燃料約佔 DH 總量的三分

之二，而 2003年推出的 GCS也間接支持了 DH中生物質燃料的使用（IEA, 2019）。 

瑞典在逐步淘汰核能、也未增加水力的情況下，以末端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

或以再生能源為基礎，一樣可以達到減少 GHG 排放的目的（Gustavsson, 1992）。

而再生能源的發展因核能自 1980 年公投後的不確定性而受阻，由於人們普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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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核能淘汰會對工業競爭力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是否逐步淘汰核能的不確定性下，

生質能與風力雖是再生電力的主要選擇，連帶使生質能與風力在 2000 年前僅貢

獻不到 2%的比例於電力生產上（IEA, 2026j）。當核能面對諸多不確定狀況時，

又核能並非是減少 GHG 排放的唯一可行方案，為達到永續發展目標、雖有提議

以再生能源取代核能，然電力結構並非透過再生能源取代核能就能實現，一般認

為以再生能源既不經濟也不環保，特別是對已擁有豐富核能技術經驗的瑞典，核

能無疑是經濟可行且環保的選擇（Hong, et al., 2018）。在此種情況下，瑞典風力

與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的發展尚有諸多努力空間！ 

1980 年代初，瑞典政府即開始資助再生能源技術和能源效率的研發項目，這

些資助對取代核能的技術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然而，1983 年電價下跌和

1985 年世界石油市場價格下跌，使得新技術的商業化市場環境相對不利，以致

1980 年代後半期，這些研發逐漸萎縮（Kaijser, 1992）。瑞典風力發電在 GCS 機

制下，再生電力以一般電力市場之價格出售，有些電力的使用被要求必須是新建

的綠色電力，費用則由電力消費者負擔，如此則為風力發電者帶來額外收入；挪

威則於 2012 年 1 月直接加入瑞典現成的 GCS 而成為聯合挪威-瑞典 GCS（joint 

Norwegian-Swedish GCS）（Bergek & Jacobsson, 2010；Bergek & Mignon, 2017；

Fridolfsson & Tangerås, 2013；Gullberg & Bang, 2014；IEA, 2017；Lundberg, 2022）。

瑞典和芬蘭在生物能源有所合作，雙方強調各自的國家利益，而這些利益並不會

妨礙兩國在 EU 對生物能源問題永續標準的認定（Kilpeläinen, 2020）。這些資助

與機制看似對瑞典的風力發電有所助益，然根據瑞典憲法，地方政府負責地方事

務，包括空間規劃和建設許可，這賦予了地方政府對轄區內再生能源專案開發擁

有管轄權，未料此種行政規劃卻成為瑞典風力發電及其他再生能源發展的潛在阻

礙。 

近年來，地方政府否決風機裝設與風力發電計畫不斷增加，區域風機支數遭

否決的比例由 2018 年的 18%上升至 2021 年的 78%，而以全國風力計畫計算則更

高達 90%風力裝設計畫遭否決，風機裝置被視為 NIMBY。Niskanen, et al.（2024）

分析瑞典 290 個城市於風力發電的成長期，在 2009-2022 年 4,100 則媒體有關風

力發電的報導，發現自 2009 年 10 年風力發電裝設由 NIMBY 轉變成「不要在任

何人家後院」（not in anyone’s backyard, 以下簡稱 NIABY），這是瑞典風力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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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發展受阻的主因（Moskal, 2025）。而瑞典能源局預估，在 2030-2035 年電力倍

增的情況下，陸域風力與太陽能需擴增以因應中短期的電力需求，而長期則需仰

賴離岸風力風機與核能（IEA, 2024）。然為了解決地方政府對風力設施申請的否

決權，瑞典於 2026 年起將開發商應繳的房地產稅由 0.2%提升至 0.5%，且此一稅

率盡量與設置核電廠和水力發電設施相同，過去稅率 0.2%下的稅收是繳給中央

政府，而 2026 年起較高稅率的房地產稅收入則直接給地方政府，預估將有 3.7 億

至 4 億瑞典克郎的稅收，這些稅收將噪音、景觀損失轉化為地方政府的長期稅收，

讓地方政府用於當地福利的提升，也就是採利益分享（benefit sharing）方式，也

可說是中央政府幫地方政府創造稅收，同時推動居民入股或直接享有電價折扣，

強調風力設施是「社區共同擁有」，適當連結「綠能開發紅利」與「地方政府財

政」，此一作法是希望降低地方政府對風力設施興建的否決權（EY Sweden, 2026）。 

與風力發電相比、太陽光電的成長相對有限，主要是瑞典的太陽輻射量比較

低，而冬季卻又是電力需求相對高，儘管如此、瑞典仍寄望大規模太陽光電儲能

計畫，能於未來的無化石燃料發電目標上有所貢獻（IEA, 2024）。瑞典即便於 2021

年取消了 GCS/ECS，為實現 2040 年「100%無化石燃料電力」，太陽光電原本就

不是再生能源重點發展項目，因此瑞典沒有設定太陽光電裝置目標，然 2021 年

推出的「綠色技術稅收減免」（green deduction）仍提供一般住戶太陽光電裝置成

本 20%的稅收抵免，每人每年最高可抵扣 50,000 瑞典克朗（Lindahl & Öhgren, 

2026）。由於瑞典的水力及風力發電主要在北部，而人口及工業重鎮則在南部，

2019 及 2020 年南部幾個核反應爐陸續關閉，北方水力發電在 2020 年即便雨水

豐沛、電力卻無法有效輸送到南方，引起南北電價差異，因此，在 2023 年湧入

大量太陽能板的裝置（Swedish Energy Markets Inspectorate, 2021）。除了對家戶屋

頂裝置太陽能板有補助外，自 2015 年以來，瑞典也對小型太陽能發電公司將餘

電賣回電網，給予每瓩時 0.6 瑞典克朗的補貼，然瑞典政府於 2026 年 1 月 1 日

將此項補貼取消（Lindahl & Öhgren, 2025）。除取消小型電廠的補貼外、家戶屋

頂太陽能板裝置成本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也將抵免比例從 20%降至 15%，往後

將逐步調降；因為瑞典政府希望太陽能板裝置不是經由補貼或抵稅而來，長期可

以回到市場機制。另瑞典政府也意識到太陽光電的儲能是保障電力供應安全的關

鍵組成，與太陽能發電等同重要，雖然太陽光電對視覺景觀的影響沒有風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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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型太陽能發電的儲能設施也可能面臨與風力發電相同的問題，地方政府同

樣以儲能為 NIMBY 或 NIABY 設施理由拒絕裝置，又太陽光電與農業的土地競

爭，對糧食安全造成的影響，瑞典政府為了保護寶貴的農地，曾停止該國原本最

大太陽能發電園區，因此如何平衡再生能源擴張與保障糧食生產農業用地的關係、

恐遠比解決 NIMBY 或 NIABY 問題更棘手（Lindahl & Öhgren, 2025；Oller 

Westerberg & Lindahl, 2023；PVknowhow, 2025）。 

而有關生質能源，IEA（2026bg）曾估算是當今全球最大的再生能源來源，

不包括傳統利用、已佔再生能源總量近 55%，佔全球 TES 的 6%以上，IEA 以

2050 年淨零排放的情境假設，到 2030 年、生質能源的使用將迅速成長以取代化

石燃料，2010-2023 全球每年以 4%的比例增加，且維持上升的趨勢，預估 2023-

2030 年間每年將增加 8%。瑞典能源轉型過程中、生質能源的使用增加主因瑞典

人與自然資源深厚的連結，又地方政府對良好環境的重視，使用生物質燃料的優

點在於可取代污染嚴重且不健康的煤與油；在瑞典生質能源主要是利用豐富的森

林資源殘餘物，並由地方政府控制支出，此一轉型與社會主流價值相契合（Malone, 

et al., 2017）。然也有持相反意見者，認為森林殘餘物雖是煤炭與油的合理替代品，

然因環境成本估算具有地域性，也就是生質能或是瑞典豐富森林殘餘物燃燒所產

生的能源，對局部區域造成的空氣污染及其他環境相關污染應該密切監測，因此

產生的成本與效益必須有效掌控，因並非所有環境影響均可貨幣化（Miranda & 

Hale, 2001）。然反對用森林殘餘物為生質能之意見並未起太大作用，因為以森林

殘餘物為主的生質能佔瑞典電力總發電度數由 1990 年的 1.30%微幅提升至最新

2024 年的 4.11%，雖然比例增加不多、然在瑞典「100%無化石燃料電力」的目標

中，貢獻了比太陽光電相對多的燃料作為電力生產用（附表 5）。 

又瑞典的運輸燃料結構中生質能源燃料佔比很高，在 2022 年為 25%，此外，

電動車銷量在 2023 年佔比也高達 60%，這些都有助於大幅減少對石油產品的需

求（IEA, 2024）。另有研究評估指出，瑞典生質能源燃料主要來自伐木殘餘物、

樹樁和工廠副產品的森林生物質，總乾重約為 575 萬噸、相當於瑞典年能源最終

總消費量（total final consumption, 以下簡稱 TFC）的 2%，以及瑞典煤炭和焦炭

消費量的 60%，雖然利用這些龐大數量的森林生物質需要高額成本，然考慮到 EU

及瑞典的低碳或無化石燃料電力的能源政策目標，付出這些成本是值得的（A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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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20）。森林殘餘物除作為生質能源供其他部門使用外，事實上森林殘餘物

最主要的使用者是林業內部18，而 DH或區域製冷（district cooling, 以下簡稱 DC）

則是第二個主要使用部門，DH 或 DC 是透過中央熱源廠產熱水或冷水，再經由

絕緣良好的地下管道網絡，將熱水或冷水輸送至整座城市或社區的建築物中，瑞

典的 DH 與 DC 技術同樣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DH 最普遍的是輸送至一般住宅、

各式辦公大樓與商場等，而 DC 則主要提供數據中心、醫院及辦公室等。而不論

是 DH 或 DC 所用的燃料能源相當多元，如來自大量生活垃圾廢棄物的燃燒；來

自森林產業的副產品如木屑及樹皮的生物質（biomass）；還有回收數據中心、工

廠或大型超市製冷系統產生的工業餘熱等等，這些都屬於生質能與廢棄物的能源

消費（IEA, 2024）。而提供作為 DH 的生質燃料不僅包括來自國內外林業的木質

燃料，還包括廢舊木材（used wood）。 

由於瑞典 1990 年代 DH 對生質能燃料的需求，形成了生質能燃料進口的驅

動力，而在此之前、對生質能的需求主要仰賴國內木材供給（Ericsson & Werner, 

2016）。此同時也帶動了不屬於生質能燃料的固體再生燃料（solid recovered fuel, 

以下簡稱 SRF）的進口19，由於 SRF 在燃料市場上相對較新，由於生物燃料和廢

棄物在瑞典均免徵環境稅，因此，瑞典政府沒有強烈的動機歸類 SRF 這種灰色地

帶的燃料，如此，也帶動 SRF 的進口，而 SRF 的貿易流向受制於各國處理產能

與環保法規的約束（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2021）。對企業

而言，SRF 不僅是降低燃煤成本的技術選項，其在法規上的「再生能源地位」更

是決定其市場吸引力的核心；而唯有達到嚴格的排放標準與品質分級，SRF 才能

在國際綠能市場中確立其經濟價值（Ericsson & Nilsson, 2004）。而瑞典的生質能

 
18 林業部門為森林殘餘物最大使用部門，主要是樹枝或樹梢、不論是無法或不願移走而成為生質

能源，留在林地內部有多重角色，比如可維持生態平衡、土壤保護、棲地維護與調節為氣候等

等；然過渡移除、可能導致土壤貧瘠因而需額外施肥，也可能干擾特定物種棲地，因此如何權

衡適當的森林殘餘物移除是一個需要探討的議題（Emilsson, 2006）。 
19 SRF包括含有鹵代有機化合物或重金屬的廢舊木材，包括塑膠、橡膠、紙張以及所有這些物質

的混合物，其中也包括廢棄木材，由於難以將生質燃料與廢棄物完全分離，因此，ISO 21640

的用意是建立一套分級制度，用來篩選出哪些廢棄物「夠乾淨」、可以被當作生質燃料使用；

然因為生質來源的廢棄物（如木頭、植物纖維）通常就比一般的工業垃圾更乾淨，這使得高等

級的 SRF 正好能與生質能源的應用對接，讓企業在尋求高品質替代燃料的同時，也獲得了生

質能的減碳效益（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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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SRF 在 2023 年提供約 6.63%作為電力生產的燃料，而電力 TFC 中住宅部門在

2023 年又佔了約 33%，表示生質能與廢棄物提供作為無化石燃料電力雖然不高，

然其中的三分之一則用於住宅部門的電力消費，而這些又以用於 DH 及 DC 電力

的消費為最大部分（IEA, 2024；IEA, 2026j；IEA, 2026ba）。 

四、瑞典潔淨電力惠及北歐電力市場成員國及其他歐洲國家 

1991 年由挪威開始、北歐各國逐步放鬆了對國家電力生產和銷售的管制，也

就是由以往的管制治理方式邁向電業自由化20，而北歐 5 國除了冰島外、其他各

國逐步將其電力批發市場合併為一個共同的北歐電力市場，瑞典於 1996 年加入，

芬蘭於 1998 年加入，丹麥西部和東部分別於 1999 年和 2000 年加入（Amundsen 

& Bergman, 2007；Fridolfsson &Tangerås, 2009；Högselius & Kaijser, 2010；Midttun, 

1996；Milciuviene & Tikniute, 2011）。瑞典成為北歐電力市場的一部分後，協調

統一與挪威、芬蘭和丹麥以及波蘭、德國鄰國的互聯，並與這些國家形成電力合

作傳統，主要是季節性電力盈餘的交換；又進一步延伸至波羅的海之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國，這三國由於電力產能不足，使這三國高度依賴電力貿易，

如此才能應對可能出現的電力短缺，其中立陶宛於 2015 年與瑞典連線，對瑞典

而言、電力貿易範圍的擴充可迎接新型態的國際化，向歐洲大陸電力市場出口大

量電力，可獲得更高的價格（Hirth, 2018；IEA, 2019；Kaijser, 1992；Mignon & 

Rüdinger, 2016）。其中同屬北歐國家的冰島並未參與北歐電力市場，因此沒有電

力的進出口，瑞典與挪威、芬蘭和丹麥等 4 國在 2000-2024 年電力的進出口度數

如表 1、相互比較結果如圖 1 所示，由圖 1 清楚可見，芬蘭和丹麥目前基本上是

電力的淨進口國，其中芬蘭的電力主要正是進口自瑞典，芬蘭因致力於核能及再

生能的發展，政府預計在 2030 年成為電力淨出口國，最新 2024 年的資料顯示，

芬蘭的電力來自核能及各式再生能源（水力、太陽能、風力、生質能及廢棄物）

已佔總發電量的 96.09%，來自潔淨能源產生的電力比例遠高於 1990 年的 64.79%

（IEA, 2026g），因此芬蘭政府預計在 2030 年要成為電力淨出口國（Olkuski & 

 
20 如果擴大至整個歐洲，歐洲放鬆電業管制，邁向自由化的第一個國家開始於 1980 年代末期的

英國，特別是英格蘭和威爾斯，於 1989 年制訂《電力法》（Electricity Act）（Marino,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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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bień, 2024）；至於挪威即便多數年份是電力淨出口國，然電力淨出口度數在大

多數年份沒有瑞典來的多。 

 

 

 

 

 

 

 

 

 

 

 

 

來源：本文計算自 IEA（2026b；2026c；2026d；2026e）。 

圖 1：瑞典與其他北歐國家 2000-2024 年電力淨出口變動與比較  

 

當 EU 透過 2019 年通過的《清潔能源惠及所有歐洲人》（Clean Energy for All 

Europeans）立法引入「能源社區」（energy communities）概念，預計在 2030 年將

GHG 排放減少至少比 1990 年低 40%，「能源社區」已成為 EU 能源戰略的重要

組成，旨在讓社區參與永續且穩健的能源轉型（Vardanyan, 2025）。而屬 EU 的瑞

典在能源轉型至低碳的階段，EU 的此一立法也考驗瑞典在提供電力給鄰國及追

求低碳時、如何在能源選擇間取得平衡（Farsaei, et al., 2022；Farsaei, et al. 2020）。

此外，2004 年瑞典加入歐洲共同電力市場（common European electricity market），

意味著瑞典的電價將因跨國交易的增加可調整至歐洲相對高的電價，而正經歷能

源轉型的瑞典電力，因此而產生較低的 CO2排放量，於是由瑞典輸出相對乾淨電

力的外部成本相對低，因此，以來自瑞典的發電量取代外部成本較高的歐洲電力，

將使得歐洲的使用電力的外部成本隨之降低（Trygg & Karlsson, 2005）。由此可

見，瑞典所提供的潔淨電力，不僅可以讓瑞典在 2045 年達到淨零，身為歐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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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電力出口國，瑞典潔淨電力的輸出正是 EU 通過《清潔能源惠及所有歐洲人》

的具體實踐。 

 

 

 

 

 

 

 

 

 

 

 

 

 

 

 

 

 

 

五、GHG 排放減緩政策 

為了 GHG 排放的降低，瑞典除了鼓勵或規範不同部門能源類型的使用外，

如 2023 年設定電力至 2040 年要達「100%無化石燃料電力」目標，因此，針對無

化石燃料電力的生產，除以補貼或抵稅方式鼓勵外，對於任何能源及燃料本身或

部門使用會產生 GHG 則施行兩種碳定價機制（carbon pricing scheme），一種是依

瑞典《能源消費稅法》（Swedish Act on Excise Duties on Energy）、在健全稅收體

系下，於 1991 年開始針對各部門使用的化石燃料課徵碳稅（carbon tax），此一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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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與能源稅（energy tax）的組合是為達成財政、能源效率及氣候之目的（Ministry 

of Finance,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2），另一種則於 2005 年參與 EU 的

ETS 之市場交易機制，執行此二種碳定價機制主要是直接針對 GHG 排放之減緩，

以能更積極達成淨零目標。瑞典的碳稅可說是整個稅制改革的一部分，於 1991 年

引入碳稅時、同步則取消其他形式的大多數能源稅，如此才能在減緩碳稅對經濟

的負面影響下，同時提供減碳的誘因（IEA, 2024）。在 1991-2004 年期間的碳稅，

1991 年的稅率為 250 元瑞典克郎（約為 26 美元），稅率採雙軌制，也就是住宅、

運輸與服務業部門付全稅率，而為維持工業部門的國際競爭力，工業及農業部門

僅付 25%的稅率，至 1997 年工業部門則提升支付全稅率的 50%，以此作為激勵

工業部門效率提升的誘因（Jonsson, et al., 2020）；而在 2004 年之前，電力生產

90%以上的來源是水力與核能，因此發電業部門沒有課徵碳稅（IEA, 2026j）。 

而 2005 年 EU 開始執行另一種碳訂價 ETS 之後，身為 EU 成員國的瑞典也

是 EU ETS 的交易國，因此，自 2005 年至今，瑞典可說是兩種碳訂價政策併行。

而 2005 年參與 EU ETS 之後，碳稅的課徵及 EU ETS 交易要確保同一部門沒有

重複繳交 GHG 排放相關的支出。自 2005 年後、碳稅課徵對象是道路運輸、住宅

加熱、小型工業及農業共 40%的 GHG 排放；而 EU ETS 則涵蓋發電業、大型工

業製造業及新增的海運及國際航空之 GHG 排放佔了 30%，又涵蓋在 EU ETS 的

工業部門、則不用再繳交碳稅，而這兩個碳定價政策合併，針對比例最高、且相

對容易掌握的 CO2則佔了 95%；另有 30%排放 CH4及 N2O 的農業及廢棄物等尚

未涵蓋於任一碳定價政策中（OECD, 2025；Jonsson, et al., 2020）。而基本上不對

生質燃料徵稅碳稅，然到 2018 年 7 月、瑞典推出全國減排義務計畫，其中有一

項強制將生質燃料摻入汽油和柴油的法規，此後，才對混和生質燃料課徵與化石

燃料相同碳稅稅率（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6）。2022 年、瑞典 GHG

最大排放源是交通運輸部門、佔 30%、其次是工業部門、佔 28%、而能源部門、

佔 17%；而碳稅及 EU ETS 執行至 2022 年，這些部門 GHG 排放已分別比 1990

年降低 30%、29%及 21%，另住宅及廢棄物更顯著的比 1990 年降低 80%及 77%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當然這些部門 GHG 的降低未必全是這兩個碳定

價政策所造成，然這段時間有這兩個碳定價政策的施行，合理情況下、這兩個政

策對 GHG 排放減少必然有一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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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碳稅稅率一開始即訂在高稅率，而各部門的 GHG排放也都有顯著減量，

因此，每年也都有相當的碳稅收入，這些碳稅收入在 2024 年約為 230 億瑞典克

郎，而預估最新 2025 年在每噸為 1,500 元瑞典克郎的稅率下，碳稅收入預估為

220-250 億瑞典克郎，約為瑞典年度總稅收的 1%（Jonsson, et al., 2020）。此外，

瑞典並沒有將碳稅收入「指定」（earmark）於綠色項目與計畫的收入循環（revenue 

recycling）使用的專款專用，而是將碳稅收入當成一般預算（general budget），因

此保留 1%-2%收入用於醫療與教育；瑞典政府善於利用這種「財政空間」（fiscal 

space）實施所謂「綠色稅收移轉」（green tax shift）（Ministry of Finance,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2；OECD, 2025）。此種移轉的核心是針對壞的財貨，比如

排放 GHG 的燃料課稅，而對好的財貨、如所得稅減稅或投資抵減，亦即碳稅收

入的使用雖沒有明確以立法連結與環境直接相關的項目，然政府利用一般預算資

助與該收入相配合的氣候相關措施，然實質上與收入循環使用的目的相同。以更

有彈性的「綠色稅收移轉」將碳稅收入擴大移轉至所得稅降低、投資抵減等項目

上，如此使碳稅稅率調升空間及碳稅的課徵有政治可接受度外、也達成技術移轉

的目的，經濟也得以在碳稅的課徵下持續成長（Pierrehumbert, 2016）。由此可見，

碳稅除了是一種增加財政收入的工具外，還能引導燃料使用朝向少 GHG 排放的

無化石燃料使用、邁向氣候目標發展等一舉多得的政策工具。 

碳稅的課徵是抑制 CO2 或是 GHG 的排放，然一般也擔心如此將抑制經濟發

展、使得經濟成長趨緩甚至停滯。Pao 與 Chen（2019）分析瑞典及其他 3 個對核

能高度倚賴的高所得國家，瑞士、法國及比利時 1987-2016 的資料發現，這些國

家降低能源消費與減少 CO2排放，並不會損害其經濟發展，亦即核能是可讓經濟

發展和 CO2 排放脫鉤的重要能源之一，也就是經濟發展一般會帶來 CO2 排放量

的增加，所謂脫鉤是指經濟發展的好財貨與環境受損的壞財貨無關，表示經濟的

發展、並不會增加 CO2的排放量，亦即經濟發展不會以犧牲環境或是 CO2 排放量

的增加為代價，而是可以同步有經濟發展的好財貨又有好的環境或是較低的 CO2

排放量（Mazzai, 2022）。IEA（2022b）的資料顯示、自 1990 年以來，全是界核

電廠每年減少了 15 億至 20 億噸 GHG 排放，又如果沒有核電，1971 年至 2018

年間，能源相關 GHG排放總量和電力生產 GHG排放總量將分別多約 6%和 20%，

由此可見，核能在實現淨零或碳中和目標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Pan, et al.（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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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也進一步顯示，核能有助於瑞典減少來自 CO2排放所造成的環境惡化，且

核能與 CO2 排放之間的雙向因果關係可以相互預測，也就是要降低 CO2 排放及

改善環境品質，核能可以成為傳統能源的可行替代方案，而有核能即有潛力幫國

家能源部門升級成低碳部門。 

而 Karlsson（2021）與 Lindgren, et al.（2023）的研究發現，瑞典能源政策的

目標重點並非在現有水準上降低能源消耗，而是避免增加能源消耗，此不僅與能

源充足的策略不同、也與 EU 具野心的節省能源消耗的計畫走向不同，此外，至

目前為止、瑞典大多數生質燃料尚不受碳稅約束，此也是碳稅稅率在 1991 年雖

已超過每噸 100 元美金，屬於全球碳稅稅率相對高的國家，然 2025 年最新資料

呈現每噸稅率雖仍是北歐國家中最高，然與 2000 年的碳稅稅率相比並無顯著變

動21，相對於北歐其他國家、則成為碳稅稅率增加幅度最小者。因此，瑞典過去

被科學界公認是氣候相關技術之領導者，然是否真的為「氣候進步型」國家、也

受到一些挑戰。此外，亦有研究批評、1990 年至 2008 年間儘管瑞典許多企業減

少 CO2之排放，但佔瑞典碳排放量 70%至 75%的大型污染企業，如鋼鐵、混泥土

等建築材料製造商、實際上並未減少、甚至可能增加排放，造成此一結果主要是

這些企業在碳稅開始課徵、還沒有 EU ETS 時，為維持這些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且

短期內也不可能立刻減少排放，於是、並未繳全額碳稅稅率、甚至免繳碳稅，評

 
21 瑞典自 1991 年課徵碳稅以來每噸稅率即是全世界最高，在最新的 5 年（2021-2025）記錄中，

稅率分別為 US$ 136.10（瑞典克朗 SEK 1,200）、US$ 129.89、US$ 125.56、US$ 123.70 及 US$ 

144.62（SEK 1,450）；而丹麥則為 US$ 27.92（丹麥克朗 DKK 177）、US$ 26.37、US$ 26.29、

US$ 28.40及 US$ 108.43（DKK 750）；芬蘭為 US$ 90.44（歐元€ 76.49）、US$ 85.10、US$ 83.74、

US$ 99.98 及 US$ 66.89（歐元€ 59.26）；冰島為 US$ 35.36（冰島克朗 ISK 5,098）、US$ 3.61、

US$ 36.11、US$ 36.51 及 US$ 60.06（ISK 8,000）；挪威則為 US$ 80.35（挪威克朗 NOK 591）、

US$ 96.31、US$ 94.49、US$ 107.78 及 US$ 133.92（NOK 1,405）（World Bank, 2026a）。其中丹

麥由 2025 年起將課徵碳稅原不在 EU ETS 範圍內之部門，由每噸 712 丹麥克朗起，至 2030年

1 月止逐年提升至每噸 3,558 丹麥克朗，期能在 2030 年 GHG 排放減少 70%（Aither, 2026）。

各國碳稅稅率必須同一年比較，不能跨年比較，如此才能維持各國在同一年與美金的匯率比；

而列出第 1 及第 5 年的各國或通用幣值，是為避免各國碳稅稅率高低是源自與美金匯率的差

異所造成，如此才能觀察瑞典稅率在最新的 5 年、是否為北歐 5 國之中變動最小，而芬蘭碳稅

是能源稅的一部分，而能源稅中尚有「能源含量稅」（energy content tax）及用於國家能源安全

保障的「戰備儲費」（security supply fee），因 2019 調整能源稅的計算基礎，使得碳稅這部分的

稅率下降外（Clarke, 2023），瑞典雖是北歐 5 國之碳稅稅率在 2021 年中最高者、然經過 5 年

碳稅稅率提升的幅度確實是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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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認為如果對所有排放者適用較低的稅率，而不是目前如此高的稅率加上各種豁

免，或可激勵所有污染者減少排放，使碳稅課徵更有效，因此，在瑞典加入 EU 

ETS 後，則逐步將豁免企業取消（Jonsson, et al., 2020）。 

參、瑞典能源政策下相關成果表現與台灣/北歐 5 國/世界
的比較 

一、觀察「100%無化石燃料電力」政策效果的架構 

瑞典能源政策的效果、除可觀察瑞典由過去至今的表現外，尚可橫向比較特

定時間點與關切的國家、比如與台灣表現的異同，必要時則與瑞典所屬的北歐 5

國或是世界整體進行比較。觀察分析的角度、分成三大部分，首先，瑞典有完整

資料年的 1990 年起，TES（能源總供給量）及 TFC（能源最終總消費量）的差

異，TES 是指一國自產或是進口、扣除出口及儲存的能源後，即是 TFC；理論上，

TES 和 TFC 應該相等，然通常有幾個理由造成二者有差異，一為各種燃料提煉

過程中的漏失、以油管、氣管或電網傳輸過程中燃料、電力或熱力的損失、電廠

為產生電力或熱力自用部分燃料能源、另一則是以各種形式存在各式產品，比如

石化產品（petrochemicals）之石腦油、乙烷和液化石油氣以及用於生產塑膠、樹

脂、合成橡膠和纖維的天然氣；工業還原劑，如煉焦煤及非能源產品，包括瀝青、

石蠟及潤滑劑等非作為能源用的產品（IEA, 2025）。本文在討論 TFC 中的電力來

自各種燃料能源使用的所產生的 CO2時，TFC 中包括非能源使用項目，以能涵蓋

TFC 各種末端能源消費，在短期會產生的 CO2 排放與非能源使用項目的各種石

化產品潛在會排放的 CO2。因站在物質生命週期的觀點，這些非能源物資其實是

「儲存的能源」（embodied energy），這些非能源使用項目雖暫時為材料固碳

（material sequestration）（Patel, et al., 2005），然這些物質終究會進入焚化爐產生

熱能，另一觀點是非能源使用項目也應包括在 TFC 中。因此，TFC 包括非能源

使用項目，其與 TES 的差異，代表由 TES 投入成為末端使用的漏失率外、尚包

括石化產品暫時將碳儲存在產品的固碳率。而以能源消費密集度觀察能源效率時，

為觀察由 TES 能源投入至末端使用 TFC 在技術上的效率表現或能源耗損，T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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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包括非能源使用項目。 

其次，不論是 TES 與 TFC，不同的能源政策自然會有不同燃料能源的組合，

而 TFC 除了電力這一項外22、其他絕大部分的燃料能源類別都與 TES 相同，而

TFC 中的電力是諸多部門都需要的能源，在 IEA 部門的分類、發電業屬於工業部

門，因此，在 TES 中、發電業與其他各式大小工業製造業使用的各種燃料源是合

併一起，因此，需進一步檢視產生電力的各種燃料能源之組合，及各部門別在電

力的使用比例，如此才能明確得知，當減碳將焦點大力提倡並移轉至電氣化或電

動化之際，各部門除了直接使用煤、石油、天然氣或不同類型之再生能源作為生

產消費之用時，增加使用由相同燃料能源所產生之電力、事實上是間接增加使用

各種燃料能源，各部門直接加間接所使用的燃料能源稱未必因此減少，如果電力

的來源仍是以傳統的化石燃料為主，增加電力的使用可說是「偽裝虛假」的減碳。

此外，當特別要觀察瑞典「100%無化石燃料電力」成果，更要掌握瑞典在達成此

目標時電力的燃料來源組成的變動。瑞典自 1990 年至最新的 2023 年，總電力最

後消費基本上沒有改變，約維持在 433,000 兆焦耳，台灣則由 1990 年的 276,000

兆焦耳，顯著提升至 2023 年的 929,000 兆焦耳，最新資料已超過瑞典電力總消費

2 倍有餘，此說明台灣整體經濟及產業結構持續發展改變中，然更值得關注的是，

不論瑞典不變的電力總消費及台灣成長 3 倍有餘的電力總消費，產生電力的燃料

來源有何變動？ 

最後，由於各種燃料能源除一國國內直接用於產業生產消費外，絕大部分用

於電力或熱力的生產，供其他相關部門使用（IEA, 2026a），因此，觀察自 1990 年

起、瑞典、台灣、相關國家或世界整體的 CO2排放量或是每人平均 CO2 排放量，

是初步瞭解各國、區域或是全世界整體 CO2排放量的全貌，而其中特別針對瑞典

和台灣，深入比較產生不同 CO2 排放量的變動趨勢或是人均 CO2 排放量及各國

直接使用來自各種燃料能源產生 TES 的關係；此外，亦需掌握使用來自間接排放

 
22 雖然「100%無化石燃料電力」的目標本身是電力，但它也是供暖的「骨幹網路」（backbone），

因瑞典住宅部門相當依賴熱泵（pump）和電鍋爐（electric boiler），因此，當建構一個無化石

燃料的電網提供電力時，同時也會自動降低該國大部分供暖需求的碳排放，因此，本文觀察電

力的燃料能組成之變動，事實上也間接得知無化石燃料電力對供暖排碳的局部貢獻（ IEA,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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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之電力燃料能源組成的變動與差異，將有助於掌握減緩直接或間接之 CO2或

GHG 排放量的燃料能源組合。根據 IEA（2021b）統計全世界在 2021 年由各種燃

料燃燒產生的 CO2排放，有 44%是來自煤、32%來自石油、另有 22%來自天然氣，

表示使用這些化石燃料即佔了 98%的燃料燃燒所產生的 CO2 排放，當這三大類

化石燃料、也稱為非潔淨能源（non-clean energy）仍佔有 90%以上的 TES 主要來

源之際，水力、核能、風力、太陽光電與太陽能熱的再生能源及生質能與廢棄物

的潔淨能源（clean energy）23，該如何翻轉其角色、已成為各國政府的重要課題。

如要進一步觀察特定部門別之能源使用與 CO2排放多寡的表現，則可以使用該部

門的 TFC，如此即可以掌握特定部之 TFC 所產生之範疇 1 之 CO2 或 GHG 直接

排放的關係24，再者、客觀條件是 IEA 資料庫中僅有各燃料別、而沒有各部門別

的 TES，因此無法有各部門別的 CO2排放與所使用燃料多寡直接對應（IEA, 2025）。

前述的三大部分分析架構則彙整如圖 2，以下則依序討論前述 TES 與 TFC 各燃

料能源佔比，電力的燃料能源佔比及瑞典總 CO2 及人均 CO2 排放量與各燃料能

源使用自 1990 年至最新的 2022 或 2023 年的變動趨勢與關係，以此觀察瑞典設

定的「100%無化石燃料電力」在相關面向上的表現是否確實優於台灣甚至全世界？  

二、TES 與 TFC 的差距及二者差異的漏失/固碳率 

要觀察瑞典在各階段能源使用的表現，雖然理論上 TES 和 TFC 應相等，因

前述所提及的因素，使 TFC 小於 TES，當 TES 和 TFC 差距越大，表示越多的

TES 是沒有成為任何部門作為任何用途的最終能源使用，如此表示 TES 漏失/固

碳越多，即便暫時保存為各種類型的石化產品，然各種燃料自開採的第一時間，

 
23 太陽光電（solar photovoltaic, 以下簡稱 solar PV）是利用矽電池釋放電子，將太陽光直接轉換

為電能；而太陽能熱（solar thermal）發電則捕捉太陽光產生熱量，利用集熱器加熱流體，主要

是用於熱水或空間的加熱。 
24 所謂範疇 1（scope 1）排放是指公司或組織直接排放的 GHG或 CO2，包括公司車輛排放、來自

設備直接燃燒或基礎設施洩漏或任何自有或控制來源的逸散性排放；而範疇 2（scope 2）排放

是指公司或組織透過購買和使用電力、蒸汽、暖氣和冷氣而間接排放的 GHG 或 CO2；而範疇

3（scope 3）則為公司或組織由其供應商購買產品或服務，到客戶使用其產品或服務所造成的

供應鏈上下游的 GHG 或是 CO2排放，範範疇 3 的排放量通常是三個範圍中最大者，其關係也

相對複雜、不易掌握（Climate Impact Partners,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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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產生了 CO2或 GHG 排放量，因此，後續要觀察各種 TES 與 CO2或是 GHG 排

放量的關係，以 TES 才不會低估對應所使用的燃料能源量及對應 CO2或 GHG 排

放量（IEA, 2025）。圖 3 首先呈現台灣、瑞典、北歐其他 4 國及北歐 5 國整體 TES，

以產生之能量或熱量焦耳為單位，圖 3 對應個別國家、區域及全世界詳細 TES 資

料如附表 1，可以看出台灣由 1990 年至 2023 年，TES 成長約 119%，而瑞典自

1990 年起，中間雖有所增減，然整體而言幾乎持平，至於北歐整體 5 國 2023 年

也僅比 1990 年增加約 11%，且北歐 5 國整體的 TES 也僅比台灣多 14%。圖 3 代

表北歐 5 國紅色區塊由 1990 年近 5 百萬兆焦耳成長至 2023 年的 5.3 百萬兆焦

耳，而藍色區塊的台灣 TES，自 2004 年一躍提升至 4.5 百萬兆焦耳，此後則持續

維持近 5 百萬兆焦耳，至於全世界 TES 並未呈現在圖 3 上，因為數值太大，無法

和其他個別國家並列觀察，由 1990 至 2023 年全世界 TES 基本上一路增加，前

後則增加約 71%，表示同時間、全世界整體 TES 增加幅度尚不及台灣，此代表台

灣經濟持續發展，然另方面台灣也需為這部分的增加付出代價。 

即便 TES 是增加、但增加的 TES 未必全部成為 TFC，因 IEA 資料沒有呈現

造成任何國家二者間差距為前述的任一理由及數量，如果沒有特別理由認定未成

為 TFC 的 TES 都是石化產品，則 TES 與 TFC 的差距，就可能是電力以任何形式

傳輸過程或電廠自用造成的漏失量，然燃料開採事實已發生，站在產生能源熱量

的燃料之立場，相關 TES 即便不是作為電力熱量能源用途、而是成為各種非能源

使用的石化產品，非能源使用的 TFC 則藉由石化產品而有固碳量。因此，觀察歷

年台灣與瑞典 TES 與 TFC 的差距，比較兩個國家這種漏失/固碳比例的大小，漏

失/固碳比例越高表示燃料能源損失越多。由表 2 可得知，自 1990 年以來，台灣

TES 的漏失/固碳率均超過三成，且每年均比瑞典高，將台灣與瑞典兩國在 1990-

2023 年間的 TES 與 TFC 以圖 4 呈現，明顯看出兩國的 TFC 均比 TES 低，而台

灣 TES 的漏失/固碳量則一路提升、瑞典則幾乎未外改變，不論兩國 TES 與 TFC

的差異是來自漏失量或固碳量，表示台灣自 1990 年以來漏失量/固碳量不僅沒有

改善、漏失/固碳量反而日益增加，瑞典的漏失/固碳率雖比台灣低，然過去 34 年

以來也都漏失/固碳 3 成左右的 TES，似乎也未讓漏失/固碳率獲得改善。整體而

言、自 1990 年起至最新的 34 年中，台灣 TES 的漏失/固碳率平均為 37.63%、比

瑞典的 31.60%高。根據 IEA（2023）以全球相關權威（global gold standard）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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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台灣與瑞典 TES 與 TFC 能源項目別及比例與各燃料能源別佔  

總電力發電度數比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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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台灣、瑞典與北歐五國 1990-2023 年來自各種類型的 TES 

 

計，不論是來自漏失/固碳的 TES，平均而言漏失/固碳率為 25%-35%屬正常，因

此，過去 34 年，瑞典漏失/固碳率屬於正常範圍內，台灣則稍高。而進一步得知，

台灣最大的漏失/固碳量是產生自火力發電廠在進口的煤和天然氣轉換成電力的

過程中或之前、就以熱能的形式消失，以致無法成為 TFC 的任何使用（經濟部能

源局，2025）；當然還有相當比例來自台灣相對高非能源使用的石化產品。至於

瑞典雖有全世界最有效率的電網傳輸高比例潔淨能源所生產的電力，然漏失 /固

碳的發生是這些電力的傳輸經過瑞典擁有全世界極長電網所造成（IEA, 2019）。

而台灣漏失/固碳率比瑞典高出 6.03%，如以台灣最新 2023 年 TES 為 4,627,060

兆焦耳來算，表示漏失/固碳了 279,011.718 兆焦耳熱量能源，如果這些全作為電

力的生產，相當於 775 億度電，約佔台灣一年總用電度數 2,800 億度電的 28%，

在電力稀有、珍貴的台灣，是相當可觀的數量。 

進一步可觀察台灣及瑞典在 1990-2023 年 TES 是由哪些類別的燃料能源所

提供，相關燃料能源分成以煤及相關產品、石油及相關產品與天然氣等化石燃料

類的非潔淨能源，其他則屬潔淨能源。在這段期間這兩大類能源、提供作為這兩

個國家 TES 總數量，由附表 2 及附表 3 可看出，台灣顯著的由 1990 年約 200 萬

兆焦耳提升至 2023 年 2 倍有餘的 460 萬兆焦耳，而瑞典則穩定維持在 200 萬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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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台灣與瑞典 1990-2023 的 TES 與 TFC 及二者差異的能源漏失 /固碳量與

比例之變動與比較  

 

焦耳左右。而附表 2 及附表 3 亦分別計算出台灣與瑞典各燃料能源別佔 TES 之

比例，如果不看個別燃料能源細項，僅將相關項目加總為潔淨能源及非潔淨能源

比，附表 2 及附表 3 資料可明顯看出，台灣 TES 來自化石類燃料比，在 1990-

2023 年間從未低於 80%，最新 2023 年資料、尚且高達 90%以上，使得來自潔淨

能源 TES 不到 10%，此所呈現的正好與當前減碳工作需要使用的燃料能源類別

相反。而瑞典自 1990 年起，潔淨能源即佔了 TES 的 60%以上，最新年更高達

75%。 

相關資料以圖 5 呈現，除可以看出台灣與瑞典的 TES 中潔淨能源與非潔淨

能源佔比的大小外，更可以看出兩國的這兩大類能源佔比、在 1990-2023 間的變

動。圖 5 顯示、台灣的潔淨能源佔 TES 比例遠低於非潔淨能源，且非潔淨能源佔

比有逐步上升的趨勢；反之、瑞典的潔淨能源比遠高於非潔淨能源比，在潔淨能

源佔比高於非潔淨能源筆的情況下，潔淨能源比如再逐漸提升、而非潔淨能源比

逐年下降，則兩個比例的走向就一如圖 5 中的瑞典，兩個比例在此種大小關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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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台灣與瑞典 TES 與 TFC 燃料能源料及 TFC 未使用之 TES 漏失/固碳率 

 年 台      灣    瑞     典 

  各種燃料能源 

之能源總 

供給量 TES 

A 

各種燃料能源
最終總消費量

TFC* 

B 

TFC 與 TES 差異之
漏失/固碳率 

 

C=(A-B)/A*100 

   各種燃料能源 

之能源總 

供給量 TES 

D 

各種燃料能源
最終總消費量

TFC* 

E 

TFC 與 TES 差異
之漏失/固碳率 

 

F=(D-E)/D*100 

1990 2,116,926 1,340,329 36.69    1,982,326 1,344,692 32.17 

1991 2,292,929 1,427,047 37.76    2,043,190 1,347,033 34.07 

1992 2,390,205 1,536,061 35.74    1,943,057 1,427,421 26.54 

1993 2,566,496 1,614,474 37.09    1,935,417 1,428,636 26.18 

1994 2,694,662 1,711,267 36.49    2,066,671 1,465,615 29.08 

1995 2,835,916 1,798,834 36.57    2,099,979 1,499,103 28.61 

1996 2,974,469 1,876,695 36.91    2,120,766 1,542,459 27.27 

1997 3,134,407 1,939,475 38.12    2,103,835 1,512,592 28.10 

1998 3,342,812 2,016,199 39.69    2,166,811 1,517,206 29.98 

1999 3,459,147 2,106,621 39.10    2,116,726 1,494,529 29.39 

2000 3,752,351 2,245,937 40.15    1,965,051 1,477,823 24.79 

2001 3,934,720 2,434,521 38.13    2,134,561 1,470,413 31.11 

2002 4,133,366 2,554,619 38.20    2,142,036 1,487,415 30.56 

2003 4,300,567 2,682,839 37.62    2,069,582 1,461,661 29.37 

2004 4,507,903 2,795,366 37.99    2,205,473 1,455,401 34.01 

2005 4,549,904 2,822,563 37.96    2,173,584 1,434,552 34.00 

2006 4,670,807 2,862,154 38.72    2,069,809 1,431,474 30.84 

2007 4,903,816 3,051,116 37.78    2,076,369 1,440,102 30.64 

2008 4,710,111 2,926,394 37.87    2,073,503 1,404,692 32.26 

2009 4,603,393 2,899,171 37.02    1,876,057 1,338,460 28.66 

2010 4,919,833 3,081,023 37.38    2,118,474 1,455,993 31.27 

2011 4,895,133 3,007,012 38.57    2,104,574 1,387,377 34.08 

2012 4,852,424 3,004,393 38.08    2,169,166 1,386,440 36.08 

2013 4,943,082 3,097,391 37.34    2,108,373 1,370,732 34.99 

2014 5,043,546 3,121,942 38.10    2,075,263 1,334,327 35.70 

2015 4,994,542 3,135,606 37.22    1,947,275 1,350,765 30.63 

2016 5,021,186 3,149,696 37.27    2,051,400 1,379,477 32.75 

2017 5,023,338 3,141,324 37.47    2,134,252 1,393,888 34.69 

2018 5,065,753 3,187,595 37.08    2,168,434 1,369,044 36.86 

2019 4,961,880 3,066,739 38.19    2,142,815 1,361,339 36.47 

2020 4,856,811 3,092,066 36.34    1,937,419 1,316,023 32.07 

2021 5,084,971 3,264,167 35.81    2,070,301 1,379,745 33.36 

2022 4,897,575 3,058,806 37.54    2,008,949 1,308,077 34.89 

2023 4,627,060 2,889,846 37.54    1,983,380 1,328,845 33.00 

2024 ----- ----- -----    2,015,946 ----- ----- 

平均 4,148,884 2,586,450 37.63    2,086,595 1,414,804 31.60 

資料來源：本文計算自 IEA（2026q；2026r；2026ba；2026bb）。 

註*：台灣與瑞典的 TFC 均包括各式非能源使用的石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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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越來越大則是好的趨勢；反觀台灣、非潔淨能源比遠大於潔淨能源比之際，

此時兩個比例的差異如也是越來越大，如圖 5 中台灣目前之關係，基本上是令人

擔憂的走勢。 

 

 

 

 

 

 

 

 

 

 

 

 

圖 5：台灣與瑞典 1990-2023 年之 TES 與潔淨 TES 與 

非潔淨 TES 比例之變化與比較  

 

三、邁向 100%無化石燃料電力的燃料能源別 

台灣與瑞典一年的 TES、扣除漏失/固碳量，最後則是各部門的 TFC，如附表

2 及附表 3，除了兩國每年之 TES 來自各燃料能源別外，同時列出台灣和瑞典各

燃料能源別的用於 TFC 的比例，在 TFC 方面，大多數燃料能源別與 TES 相同，

然 TFC 中沒有水力和核能、而多了熱力及電力，其中電力是很多部門都需要使

用的能源，然電力的生產基本上是使用一個國家提供 TES 的各種燃料能源而來，

至於各燃料能源組成之多寡，則是各國的條件及政策而有不同。因此，觀察台灣

與瑞典 TFC 的各燃料能源比例時，分成潔淨能源、非潔淨能源與電力，使用電力

成為各部門間接使用各種燃料能源的來源，於是站在部門別的立場，直接使用如

化石燃料類別的能源用於燃燒、供暖、製冷則有很明顯的 CO2 或 GHG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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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是不佳的燃料能源，然化石燃料也可以生產電力供其他部門使用，其他

部門移轉至使用電力、這些部門名目上猶似減少 CO2或 GHG 的排放，然電力是

屬工業部門中的發電業所生產，因此，移轉各部門別至電力的使用，站在國家立

場，化石燃料的使用未必減少，因可能僅是末端消費者改變使用更多化石燃料所

產出的電力而已。瑞典設定 2040 年要達「100%無化石燃料電力」目標，相當程

度即是要防堵各部門移轉至電力使用，如不重視產生電力的燃料能源別，僅是移

轉 CO2或 GHG 排放的部門別、難以真正減碳。  

1990-2023 年台灣與瑞典在潔淨能源、非潔淨能源及電力佔 TFC 比例的變動

及差異如圖 6，潔淨能源、非潔淨能源各項目及電力各年的詳細佔比如附表 2 及

附表 3 所示。由圖 6 的趨勢可看出，台灣和瑞典自 1990 年以來、非潔淨能源佔

TFC 的比例均逐漸下降，然台灣 TFC 下降約 15%的非潔淨能源佔比則移轉電力，

電力佔比由 1990 年約 21%提升至 2023 年的 32%，而瑞典則移轉再生能源，潔淨

能源佔 TFC 比例由 1990 年的 20%提升至 2023 年的 40%。在這段時間，台灣潔

淨能源僅微幅提升至 3%，而對應的、瑞典電力佔比則穩定維持在 TFC 的 32%。

如此表示，自 1990 年以來至最新 2023 年的 34 年，台灣非潔淨能源佔 TFC 比例

的下降是以電力使用的增加換來，而瑞典則以各式潔淨能源的增加為替代，而各

式潔淨能源中以生質能與廢棄物增加 11%、熱力增加約 9%最為明顯，由此可見，

末端的燃料能源使用方面，瑞典善用既有廢棄自然資源，台灣則是移轉表面看來

沒有 CO2或 GHG 排放的電力，如此更須進一步檢視台灣電力由哪些燃料能源組

合生產而來。 

附表 4 和附表 5 是台灣和瑞典在 1990-2023/2024 年發電總度數各燃料能源

佔比，結果分別呈現於圖 7 和圖 8，由兩個圖可以看出兩國用於發電的燃料能源

的明顯差異，台灣的年總發電度數主要來自化石燃料能源的煤、石油或天然氣所

提供，這三大類化石燃料能源在過去 34 年平均分別提供了發電燃料 45.63%、

10.30%及 19.09%於總發電度數，也就是來自化石燃料能源所提供的總發電度數

佔了 75.02%；反之，在瑞典這些化石燃料能源則僅分別提供 1.40%、1.15%及 0.42%，

表示瑞典這 35 年平均總共僅有 2.97%的總發電度數是由化石燃料所提供，而在

最新的 2024 年總發電度數則僅有 0.48%是使用化石燃料能源，此已非常接近瑞

典所設定的無化石燃料電力目標，因為來自潔淨能源的無化石燃料提供發電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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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台灣與瑞典 1990-2023 年 TFC 來自潔淨能源、非潔淨能源與  

電力比之變化與比較  

 

 

 

 

 

 

 

 

 

 

 

 

圖 7：台灣 1900-2023 年各年電力總度數及電力來自各種燃料所產生  

之度數比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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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瑞典 1990-2024 年各年電力總度數及電力來自各種燃料所產生  

之度數比例變動  

 

數在 2024 年為 99.52%、幾已達 100%。而發電總度數來自水力的潔淨能源基本

上穩定維持在 40%-45%之間，核能也是另一支柱，1990 年公投後、核能在消極

未強制淘汰、也未限制興建的矛盾糾葛中，提供總發電度數漸漸降低，然至 2023

年宣布於 2040 年實現無化石燃料電力後，核能重新納入潔淨能源行列中，但這

些轉變後的成果尚未呈現於資料中。至於風力再生能源提供於總發電度數的佔比，

至 2015 年之後才突破 10%的比例，太陽光電至 2024 年才佔總發電度數的 2.41%，

顯見瑞典對這些再生能源的使用遠不及核能，然保持亦步亦趨的發展。 

而台灣的總發電度數整體而言，除仍極端仰賴化石燃料能源外，發電總度數

來自化石燃料的比例自 1990 年來逐年增加，主要是來自天然氣增加的比例遠大

於煤降低的比例，站在 CO2或 GHG 排放的立場，天然氣在發電產生的 CO2雖然

比煤少，但天然氣的主要成分是甲烷，甲烷對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以下簡稱 GWP）的影響是 CO2的數十倍（SWEEP, 2025），因此，即便

由煤轉改用較多「乾淨的煤」對 CO2的影響是否降低、仍有相當的爭議；另一方

面，台灣潔淨能源佔總發電度數的燃料能源比，自 1990 年的 45%逐年降至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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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約 17%，在早期達到 45%比例、其中核能則佔了約 35%，而核反應爐在

近年逐漸關閉後，來自潔淨能源所提供的發電佔比則顯著的降低，而其他如生質

能、廢棄物及各種再生能源的發展有限的情況下，電力的來源自然與瑞典相反，

成為「無化石燃料不可」的情況下，各部門的末端消費者不論是轉換至使用更多

的電力、或者產業結構朝向使用更多電力的發展，對台灣整體而言、僅是將所有

部門推向成為全國燃燒最多化石燃料能源的台電或所有民營電廠的末端消費者。 

如果擴大觀察瑞典所屬的北歐 5 國各燃料能源在年總發電度數佔比、詳細資

料如附表 6，北歐 5 國整體在 1990-2024 年平均，煤、石油與天然氣提供總發電

度數分別佔 8.47%、1.10 及 3.42%，合計來自化石燃料的非潔淨燃料能源電力佔

比僅為 12.99%、因此，來自潔淨燃料能源合計平均為 87.01%，其中水力平均更

高達 53.78%、比瑞典還高，然與瑞典相同，都是非化石燃料的潔淨燃料能源中穩

定供電來源，核能整體平均佔 21.68%、沒有瑞典高，這兩項即提供了總電力燃料

能源約 75%，因北歐 5 國中有核能的芬蘭和瑞典、而瑞典又因公投而有前述的影

響，因此核能提供北歐 5 國於總發電量的佔比至 2015 年之後才呈現出下降的趨

勢，此外，水力也至 2000 年之後有明顯的下降，而核能與水力佔比的下降則由

風力來彌補。由此可見，自 1990-2024 年、瑞典與北歐 5 國整體提供總發電度數，

不僅潔淨燃料能源佔比與非潔淨燃料能源比例的變動趨勢非常雷同，各大類項目

下之細項的變動趨勢也相同，顯見瑞典總電力燃料能源的組成與北歐其他國家有

相同走勢，北歐 5 國的趨勢可能源自北歐 5 國對發電燃料能源與瑞典相同作法的

結果，當然也可能是瑞典 35 年來的平均總發電度數佔北歐 5 國 38%，因此，瑞

典發電燃料組合相當程度足以影響北歐 5 國整體發電燃料能源的使用組合，所以

圖 8 的瑞典各發電燃料能源佔比的趨勢與圖 9 的北歐 5 國非常近似，化石燃料比

例在這段時間均在極低的比例，且有越來越低的趨勢。 

又進而再更擴大範圍、觀察提供全世界總發電總度數的燃料能源比之組成，

趨勢如圖 10，詳細資料如附表 7，過去 34 年全世界總發電量來自煤、石油及天

然氣平均佔 38.61%、6.16%及 19.70%，其中煤的比例幾乎沒有更動，而石油比例

下降、取代的是來自天然氣的增加，至最新的 2023 年已佔了超過五分之一的

22.10%，使全世界發電量來自化石燃料能源佔了 64.47%，此一趨勢與台灣相同、

然台灣此一比例尚比全是界高，如此更凸顯、台灣以化石燃料提供作為電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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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確實相當高、高於瑞典或許在預期中、高於全世界整體則令人意外，如此

乃表示台灣以潔淨燃料能源為電力燃料佔比則低於世界整體，潔淨燃料能源中，

很多潔淨燃料能源細項平均比例均低於 1%，如暫且不看這些發展尚不成熟或區

域性特殊的潔淨燃料能源項目，潔淨燃料能源中最主要的核能及水力，台灣 34 年

來核能發電比例比全世界高、而水力比例則低許多，而全世界發電來自水力至最

新 2023 年比平均有小幅降低至 14.62%，台灣由原本佔有近 9%更降至 2.49%，而

在 2023 年核能於 IEA 資料庫中仍有 6.31%，然台灣目前由核能為發電來源已降

至 0，由此可預期，在其他潔淨燃料能源無法於短期內快速補上核能騰出的發電

缺口時，化石燃料是可及時發電之燃料來源。 

將前述相關結果彙整，比較與對照台灣、瑞典與世界總發電量來自潔淨燃料

與非潔淨燃料能源佔比的變動與大小比較，結果呈現如圖 11。由圖中可看出，僅

有瑞典是潔淨燃料能源比用於發電的比例比台灣和世界高。而台灣與世界，都是

非潔淨燃料能源比例高於潔淨燃料能源，然台灣的非潔淨燃料能源佔比與潔淨燃

料能源佔比差距卻遠比世界差距大，如此表示，非潔淨燃料能源佔比過大、就是

潔淨燃料能源佔比太小，以過去 34 年的平均而言。非潔淨燃料能源佔比約為潔

淨燃料能源佔比的 3 倍，而世界以非潔淨燃料能源發電展比約為潔淨燃料能源的

1.8 倍；而最新資料 2023 年，此一倍數、台灣則提升至 5 倍，世界則降至約 1.5

倍，如此表示台灣不僅未能與世界接軌，發電所用的燃料越趨仰賴非潔淨的化石

燃料能源，此不僅表示台灣在減碳工作上是反其道而行，對人民健康的影響日趨

嚴峻。 

前述依序分析台灣與瑞典、或瑞典所屬的北歐 5 國、再擴大至全世界，電力

的產生所用的各種燃料能源佔比，進而將所有燃料能源歸類為潔淨燃料能源及非

潔淨燃料能源，由這些分析除了可以掌握所關切的國家、區域或是全世界，在鼓

勵電氣化或電動化的情況下，是否真能一如預期，電力使用越多、CO2或 GHG 的

排放就越少，由前面分析可知，需視產生電力燃料能源之種類。再進一步分析包

括發電業部門所有部門 CO2或 GHG 排放量與各部門 TFC 的關係前，先觀察所關

切的國家、區域或全世界之 TES 中潔淨 TES 及非潔淨 TES 佔比的多寡，是否與

電力的潔淨燃料與非潔淨化石燃料能源比有關，也就是一國 TES 中非潔淨 TES

佔比高，對應的電力是否產生自非潔淨化石燃料能源比例就越高，如以全世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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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北歐 5 國 1990-2024 年各年電力總度數及電力來自各種燃料所產生  

之度數比例變動  

 

 

 

 

 

 

 

 

 

 

 

 

 

圖 10：世界 1990-2023 年各年電力總度數及電力來自各種燃料所產生  

之度數比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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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台灣、瑞典與世界 1990-2023 年電力總度數來自潔淨燃料及  

非潔淨燃料比的比較  

 

供電力生產的潔淨燃料能源與非潔淨化石燃料能源佔比為基準，圖 12 分別為北

歐 5 國、瑞典與台灣之潔淨與非潔淨 TES 的佔比，每個國家或區域的面積累積

為 100%，淺的顏色為潔淨 TES 佔比，深的顏色為非潔淨 TES 佔比，北歐 5 國和

瑞典的 TES 中，潔淨 TES 佔比整體而言都比非潔淨 TES 佔比高，且潔淨 TES 佔

比處在持續上升的趨勢。而台灣、很明顯的是非潔淨 TES 佔比遠比潔淨 TES 高

許多。 

對應的、北歐 5 國及瑞典來自潔淨燃料能源所生產的電力佔比就比非潔淨化

石燃料能源佔比高，可能是因潔淨能源 TES 比例高，因此電力就有高比例來自潔

淨燃料能源，當然也可能鎖定電力的生產需來自潔淨燃料能源，因此才有較高比

例的潔淨 TES。畫出電力產自潔淨燃料能源佔比及非潔淨化石燃料佔比的差距，

前者高的如北歐 5 國及瑞典，則以綠色呈現在世界為基準的右邊；反之，後者比

較大的如台灣，則以紅色呈現在世界為基準的左邊，這是以不同方式呈現台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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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及非潔淨 TES 及電力燃料來源比，與瑞典及北歐 5 國甚至世界的比較與對

照，以能掌握台灣在相關面向上的表現。除了觀察產生電力的潔淨燃料與非潔淨

化石燃料能源佔比，在一國、區域或世界的整體表現外，尚可觀察這些電力在各

部門的電力消費比，因為發電廠為了生產電力供各部門使用，燃燒來自煤、石油

或天然氣的燃料能源，和工業部門為生產製造產品而使用煤、石油和天然氣沒有

不同，因各部門電力的消費即代表各部門間接排放的 CO2或 GHG 量，也應該與

各部門直接排放的 CO2 或 GHG 合計，如此才能看出各部門直接間接使用的各種

TES 與 CO2與 GHG 排放量之關係。 

如果特別觀察台灣與瑞典在 1990-2023 的各部門別的電力消費，由附表 8 可

看出，台灣的電力消費量在最新的 2023 年比 1990 年成長約 237%，瑞典幾乎沒

有改變，而台灣總電力消費需求最主要的部門是工業部門，平均佔 56.59%，其次

為住宅部門及商業及公共服務部門，平均各佔 20.80%及 13.20%；而瑞典電力消

費同樣是工業部門，平均佔 41.81%，接續同樣是住宅及商業及公共服務部門，然

電力消費佔比均比台灣高，分別為 33.49%及 21.89%，相關結果如圖 13 所示。這

些電力使用間接的 CO2 及 GHG 排放的來源，此將併入下一小節的分析。在進入

各類型能源使用或消費及其與 CO2或 GHG 排放的關係分析之前，比較影響台灣、

瑞典和世界的電力排碳係數的差異，因電力生產所產生的 CO2或 GHG 排放量差

異、除了使用不同燃料能源別所造成的外，另一原因是相關燃料能源別之電力排

碳係數的差別，附表 9 是台灣、瑞典和世界在 1990-2022 年的電力排碳係數值，

這些數值是以 2000 年為基準年，如此可讓台灣、瑞典和世界同樣以 2000 年為對

照基準、方便比較，相關結果呈現於圖 14，由圖中可見，瑞典的電力排碳係數自

1990 年以來至 2022 年明顯的下降，表示每生產一度電，在瑞典所排放的碳、非

常明顯的下降了 36%，而台灣與世界整體差不多，下降幅度約 12%，僅為瑞典的

三分之一。作為產生電力的發電業部門，此一係數的大小除反應使用不同類型能

源組合（燃料結構）而有不同 CO2的排放量外，發電機組效率與燃料品質等因素

同樣也會影響電力排碳係數的大小，顯然台灣所有影響電力排碳係數的相關因素

都有待改善之處，特別在既定的發電能源類型組合下，改善發電機組效率與使用

更優質的同類型燃料品質，是降低電力排碳係數的可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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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台灣、瑞典、北歐 5 國及世界潔淨與非潔淨 TES 比與總電力來自潔淨與

非潔淨燃料電力佔比之關係及比較  

 

 

 

 

 

 

 

 

 

 

 

 

圖 13：台灣與瑞典 1990-2023 總電力消費量及主要部門電力消費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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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台灣、瑞典與世界 1990-2022 年電力排碳係數變動與比較  

 

四、各種 TES 燃料能源組合及 TFC 使用的 CO2排放表現 

進而可觀察提供一國、任何相關國家或世界整體所有燃料能源別的 TES，不

論用於任何部門與用途及其與 CO2或是 GHG 排放量的關係，此時可選擇 IEA 資

料庫中瑞典、台灣、相關國家或世界整體來自各種燃料能源之 TES，因為站在國

家的立場，並非各部門提供各自所需的 TES，而是國家政策決定不同 TES 的燃

料能源組合，因此，在 IEA 資料中、僅有燃料能源別、而無各部門別的 TES。然

如果要分析瞭解各部門別真正使用各種燃料能源的量，則需各部門別直接和間接

使用各燃料能源的 TFC，因此，觀察特定部門之 TFC，則可以掌握不同部門別使

用各燃料能源產生在 CO2或 GHG 的差異，國家方可依此擬定減緩各部門 CO2或

GHG 排放的相關政策。 

瑞典在減緩氣候變遷作為先驅者的角色，在氣候和能源政策上力圖凸顯其

「以身作則」的雄心，以實現經濟與環境雙贏，相關作法確實使瑞典在減少排放

有顯著的進展，雖然，這種做法曾受到能源密集型產業的擔憂，特別在瑞典核電

爭論之時（Sarasini, 2009）。由圖 15 先觀察台灣、瑞典及北歐 5 國整體自 1990 年

至最新 2023 年的 CO2 排放總量，台灣自 1990 年來即持續上升，台灣 34 年平均

CO2排放量為 231.73 百萬噸、而瑞典僅有 46.20 百萬噸，總排放量僅為台灣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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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而如果觀察自 1990 年以來至最新年的 CO2 增減變化，台灣增加了約

122%，而瑞典最新 2023 年則是比 1990 年減少約 40%，而整個北歐 5 國也減少

約 35%，世界整體則增加約 69%，表示台灣比世界整體增加的比例更多，更不用

說與排放量下降的瑞典相比，由此顯見瑞典在減少排放確實以身作則。 

 

 

 

 

 

 

 

 

 

 

 

 

圖 15：台灣、瑞典與北歐 5 國整體 1990-2023 年 CO2 排放量變動與比較  

 

然各國的 CO2 總排放量大小差異極為懸殊，以台灣及瑞典而言，台灣 2023

年的 CO2排放近 2.6 億噸，而瑞典僅有約 3 千萬噸，差了 8-9 倍之多，即便擴大

至瑞典所屬的北歐 5 國，最新 2023 年 5 國的總排放量合計約為 1.2 億噸、不到

台灣排放量的一半，遑論北歐其他個別國家的 CO2排放量必然更遠低於台灣，如

考量排放量多寡除與經濟體大小及人口數有關，因此，可以人均 CO2排放量表示、

或許是更適當的指標，一來可納入人口變動的因素，再者可免除總量差異過大導

致難以觀察變動趨勢之缺點，台灣、瑞典、北歐其他國家及世界的人均 CO2排放

量一樣放在附表 10。由這些人均 CO2 排放量可看出，台灣的人均 CO2 排放量過

去 33 年的平均為每人每年 10.14 噸，不僅遠高於瑞典的 5.08 公噸，更高於北歐

任一個國家，也是世界平均 4.08 公噸的兩倍有餘，而自 1990 年至 2023 年，人均

CO2排放量則增加約 95.87%，世界也是增加的、然僅增加 10.7%，而北歐 5 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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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是微幅增加外，其他各國的人均 CO2都是減少，瑞典更減少 49.13%。 

 

 

 

 

 

 

 

 

 

 

 

圖 16：台灣與瑞典自 1990-2022 年人均 GNI 與人均 CO2 排放脫鉤程度比較  

 

要觀察 CO2 排放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代表經濟發展成果常用的指標是國民所

得（gross national income, 以下簡稱 GNI），然各國經濟規模大小差異很大，因此，

數值大小難以比較，常用的指標是 GNI 除以總人口數的人均 GNI。因此，以人均

GNI 及人均 CO2 排放量關係，可觀察台灣及瑞典對 CO2 排放抑制的相關政策是

否會影響經濟發展。圖 16 顯示瑞典的人均 GNI 比台灣高許多，而兩國的人均 GNI

至 2022 年仍維持上升的趨勢；反之，台灣人均 CO2 排放量遠高於瑞典，而瑞典

的人均 CO2 排放量，自 1990 年以來至 2022 年一路下降。台灣在 2007 年以前的

人均 CO2排放量為遞增，表示在 2007 年以前、某種程度人均 CO2排放量的增加

是人均 GNI 增加的代價之一，而 2007 年之後的人均 CO2 排放量則呈現上下波

動，沒有明顯的上升或下降趨勢，而此一階段，人均 GNI 仍持續遞增，顯示在此

一階段的經濟成長、人均 CO2排放量未必增加，表示二者已有些微的脫鉤，然此

種脫鉤現象沒有瑞典來得顯著。而瑞典的人均 GNI 與人均 CO2排放量自 1996 年

起，前者即持續增加，後者顯著下降，二者的差距越來越明顯，如圖 16 中的實

線箭頭越來越大，虛線箭頭線為台灣人均 CO2 排放量與人均 GNI 的差距，人均

CO2排放量下降至一定程度且人均 GNI 上升至一定水準時，二者越過大小交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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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均 GNI 再持續增加、人均 CO2 排放量轉為漸減，台灣則會變成與瑞典自

1996 年以來相似，人均 GNI 的增加不再以人均 CO2 排放量的增加為代價，而真

正呈現出經濟發展與 CO2排放量確實有脫鉤。圖 16 的詳細資料如附表 11。 

 

 

 

 

 

 

 

 

 

 

 

 

圖 17：台灣、瑞典與北歐其他 4 國 1990-2022 人均 CO2 排放量之變動  

 

在觀察台灣與瑞典經濟發展所顯現出的人均 GNI 及貢獻於經濟發展各種生

產及消費的人均 CO2 排放量的關係，兩國的人均 GNI 在觀察期間內均呈現上升

的趨勢，而瑞典顯著呈現出人均 GNI 與人均 CO2 排放量的脫鉤現象，亦即，經

濟發展造成人均 GNI 的增加、人均 CO2 排放量反而顯著的下降，此是否為瑞典

獨有的表現，抑或與瑞典同為北歐 5 國的其他 4 個國家亦是如此。圖 17 為台灣、

瑞典與其他北歐 4 國自 1990 年至資料最新 2022 年的人均 CO2 排放量，由圖 17

可看出，丹麥、芬蘭、冰島與挪威等國的人均 CO2排放量與瑞典相同，在這段時

間均逐年下降，僅是各國下降的幅度不相同，如此表示，北歐 5 國的人均 CO2排

放量與台灣不同，台灣在最新資料年仍未明顯下降，表示台灣的經濟發展依舊以

CO2排放的增加為代價，不論是直接用於製程或是用於電力的生產，也可能是消

費過程製造的 CO2排放、比如各類型的運輸工具，圖 17 詳細資料如附表 10。如

果擴大範圍觀察全世界整體人均 CO2 排放量如圖 18，台灣的人均 CO2 排放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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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比瑞典高、甚而比全世界整體也高許多，而台灣與全世界整體相同的是人均

CO2排放量尚未顯示下降的趨勢，圖 18 的詳細資料如附表 10。 

 

 

 

 

 

 

 

 

 

 

 

 

圖 18：台灣、瑞典與世界 1990-2023 年人均年 CO2 排放量與 

CO2 年總排放量的關係與比較  

 

瞭解台灣、瑞典、北歐 5 國及世界 CO2總排放量與人均 CO2排放量自 1990-

2022/2023 年以來的變動，及前後的增減幅度後，進一步分析這些關切國家或區

域的 CO2 排放總量是否與其 TES 中潔淨能源佔比與非潔淨能源佔比多寡有關，

一般預期、關切的國家或區域的 TES 中非潔淨能源佔比越高則 CO2 排放量則越

多，圖 19 呈現台灣、瑞典及北歐 5 國自 1990 以來、CO2 總排放量和潔淨能源佔

比和非潔淨能源佔比變動趨勢關係。就 CO2排放量而言，台灣比北歐 5 國整體還

高，而造成此一結果主要是台灣的 TES 中來自非潔淨能源比例高於潔淨能源比

例；反之，瑞典，因潔淨能源佔比自 1990 年以來即遠高於非潔淨能源比例，因

而，CO2 排放量自 1990 年起即逐步下降，而北歐 5 國在 2010 年前，都是非潔淨

能源佔比稍高於潔淨能源，因此，CO2 排放量沒有明顯都是在 2 億噸上下起伏，

沒有下降的趨勢，直至 2011 年之後，潔淨能源佔比高於非潔淨能源佔比，此後

CO2排放量才有明顯的下降，降至 2023 年的 1.2 億噸，已遠低於台灣的 2.6 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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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圖 19 相關資料列於附表 12。 

 

 

 

 

 

 

 

 

 

 

 

 

 

 

圖 19：台灣、瑞典與北歐 5 國 1990-2023 年 TES 中潔淨能源比與非潔淨能源比

與對應總 CO2 排放量比較 

 

如果進一步比較台灣和瑞典各部門所排放的 CO2 佔比，以能依此對不同部門

施行 CO2 不同減量政策，附表 13 為各部門別 CO2 之排放量佔比，IEA 資料庫中

部門別的 CO2排放量共分為 9 個部門，分別為發電業、運輸、工業、住宅、商業

及公共服務、農業與森林、漁業、其他能源工業及非特定（其他）部門，由附表

13 資料得知，不論是台灣或是瑞典，發電業部門、所有工業（合計工業與其他能

源工業）部門與運輸部門都是 CO2排放的主要來源，而其他的 5 個部門之 CO2排

放佔比相對小很多，因此，可以先比較台灣與瑞典在發電業、運輸及所有工業部

門及合併其他 5 個部門（住宅、商業及公共服務、農業與森林、漁業及非特定其

他）CO2排放佔比在 1990-2023 年的差異，結果如圖 20。由圖中可看出，台灣發

電業的 CO2 排放佔比有顯著的增加，由 1990 年的 35.26%、增加至 2023 年的

62.22%；瑞典則是運輸部門，由 1990 年的 38.13%增加至 43.75%。而台灣所有工

業部門 CO2的排放佔比則微幅下降，其他則無明顯的升降，瑞典所有工業部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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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的 25.97%提升至 2023 年的 32.21%。而台灣和瑞典、發電業、所有工業

及運輸部門外的其他所有部門 CO2 的排放量佔比，台灣變動不大，瑞典則由

20.30%顯著降至 5.95%，主要是來自住宅部門 CO2排放佔比下降而來，這與瑞典

一系列針對 DH 的措施有關。 

 

 

 

 

 

 

 

 

 

 

 

 

圖 20：台灣與瑞典各部門 1990-2023 年 CO2 總排放量及主要部門排放量  

佔總排放量比之變動  

 

而北歐 5 國整體 CO2最主要排放的部門與瑞典情況相似，北歐 5 國整體排放

最多的也是運輸部門，由 1990 年的 28.15%提升至 39.53%、比平均佔比 31.87%

還高，而運輸部門在 1990-2023 年都是 9 個部門中 CO2排放比最高的部門，其次

是發電業部門，由 1990 的 27.85%降至 17.27%，此基本上反應其中主要國家除瑞

典發電業使用更多潔淨無化石燃料的結果外，其他 4 個北歐國家的發電業對燃料

的使用也有相同趨勢，另一則是所有工業部門，排放由 1990 年的 26.53%增加至

33.45%。北歐 5 國的 9 個部門歷年 CO2 排放佔比列於附表 14。觀察瑞典與北歐

5 國整體主要 CO2排放部門佔比在 1990-2023 年間的變動趨勢如圖 21，運輸、發

電業、所有工業及合併其他所有 5 個部門的 CO2 排放部門，自 1990 年至今變動

趨勢相似，運輸部門 CO2 排放佔比增加最顯著，其次為所有工業部門，而發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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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則下降，這部分與台灣的趨勢正好相反，顯見，北歐整體致力於潔淨燃料能

源於發電的選擇而有利於 CO2 排放量的降低。同樣在附表 14 的世界整體而言，

主要排放 CO2的部門，也是集中在發電業部門、所有工業部門及運輸部門，平均

佔比為 40.80%、23.20%及 23.72%，即便世界整體，發電業的 CO2排放佔比，也

不至於高到如台灣過去 34 年平均的 52.8%，且仍持續上升，事實上自 2003 年發

電業的 CO2排放量就比過去 34 年的平均高，顯見、發電業 CO2的排放量在過去

20 年不僅佔所有部門 CO2排放比最高，過去 20 年的排放量也是有增無減。而台

灣所有工業及運輸兩個部門的 CO2排放量分別佔比 25.77&及 16.08%，三大部門

就佔了全部 CO2 排放量的 94.62%之多，世界整體亦不遑多讓，合計佔了 87.72%

的 CO2排放量。 

 

 

 

 

 

 

 

 

 

 

 

 

 

圖 21：瑞典與北歐 5 國各部門 1990-2023 年 CO2 總排放量及 

主要部門排放量佔總排放量比之變動  

 

最後，觀察台灣與瑞典各部門 CO2 排放佔比與歷年 TFC 的關係，前面已掌

握各部門歷年 CO2排放佔比，要觀察其與各部門能源消費量的關係，由於這是各

部門能源消費後的表現，因此以各部門的能源 TFC，IEA 資料中有共分成 8 個部



54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2 卷、第 2 期（2026/夏季號）                

門別的能源 TFC，分別為工業、運輸、住宅、商業及公共服務、農業與森林、漁

業、非能源使用及非特定（其他）部門，附表 15 列出 1990-2023 台灣與瑞典工

業、運輸、住宅與商業及公共服務 4 大部門的能源 TFC，這 4 個主要能源消費部

門在台灣於 1990-2023 年佔了總能源 TFC 介於 65%-80%，34 年的平均為 70.9%、

而最新 2023 年則稍高於平均為 71.0%；瑞典，同樣此 4 個部門的能源 TFC 合計

佔了 90%以上，平均為 91.7%，表示能源 TFC 在瑞典的消費比台灣更集中於這 4

個部門。而由這 4 個部門的能源 TFC 所產生的 CO2排放量，不論是台灣或瑞典，

均高達 97%。檢視 4 個主要能源 TFC 部門及其所排放的總 CO2 排放佔比顯示，

台灣工業部門的能源 TFC（發電業涵蓋在能源 TFC 的工業部門中）平均佔 35.7%，

最新 2023 年為 34.8%，而所有工業與發電業兩個部門的 CO2 排放量平均則高達

78.6%，最新 2023 年更高達 81.0%，顯見工業、運輸、住宅與商業及公共服務 4

大部門 CO2的排放量，主要集中於所有工業部門與發電業兩大部門。  

由於能源消費 TFC 中的工業部門是涵蓋發電業部門及其他所有工業部門的

能源消費，而 CO2 的排放記錄則將發電業部門的 CO2 排放量和其他所有工業部

門的 CO2 排放量分開記錄，因此，結合此二資料，可以得知能源消費 TFC 多寡

及對應 CO2排放來自發電業部門及其他所有工業部門的佔比及變動，依此可以看

出通常佔有一國佔有最大能源消費 TFC 的工業部門，CO2 排放量主要是來自發

電業或是各式工業製造業部門能源消費的 TFC 所產生，由也可以得知，在 CO2

排放的管理上，TFC 用於發電業或是其他各式工業生產是要關注的焦點。圖 22

為台灣與瑞典 1990-2023 年工業部門的 TFC，及對應的發電業部門與其他所有工

業部門 CO2排放佔比的變動趨勢。由圖可看出，台灣和瑞典的工業部門的 TFC 佔

比，34 年來變動幅度不大，台灣和瑞典的工業部門之 TFC 佔比維持 35%；然其

中台灣的發電業之 CO2 排放佔比由 35%約翻倍提升至 62%，而其他有工業部門

則由 36%約減半至 19%，反之，瑞典的發電業僅由 16%微幅提升至 18%，其他所

有工業部門則由 26%提升至 32%，表示在 1990-2023 年間，涵蓋發電業在內的所

有工業部門使用的能源，發電業的 CO2排放在瑞典控制相對得宜。反之，在台灣，

所以其他工業部門的 CO2排放佔比，即便顯著降低、然所降低的比例則是移轉至

發電業，此乃因產業移轉至用電相對高的工業部門所致。此外，氣候變遷對發電

業影響相對大，因為發電業對生產條件的變化十分敏感，因此對電力、供暖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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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需求的變化反應敏銳（Strandberg, et al., 2024）。如此表示，如何選擇發電業所

用的燃料能源類型在台灣相對重要。台灣工業部門的 TFC 造成的發電業 CO2 排

放比大增的現象、與發電業燃料能源來源已幾近 100%無化石燃料電力的瑞典有

如此落差，或許不足為奇，而如果對比全世界、台灣是否也有相同現象。 

 

 

 

 

 

 

 

 

 

 

 

 

 

圖 22：台灣與瑞典工業部門能源消費比與其中發電業與  

所有工業部門 CO2 排放比 

 

圖 23 為台灣與全世界 1990-2023 年工業部門的 TFC，及對應的發電業部門

與其他所有工業部門 CO2排放佔比的變動與比較，由圖 23 的資料在附表 15 及附

表 16 可看出，台灣工業部門（發電業和其他所有工業）使用的 TFC 佔比為 36%、

遠高於世界佔比的 29%，而這些能源的使用所產生的 CO2排放佔比，台灣的發電

業則佔了總 CO2 排放的 62%、而其他所有工業則為 19%，表示台灣發電業和其他

所有工業用了 36%的 TFC，產生高達 81%的 CO2 排放比，而其中發電業的 CO2

排放佔比更是其他所有工業的 3 倍有餘；反之，世界整體發電業的則佔了總 CO2

排放的 41%、而其他所有工業則佔了 23%，二者 CO2 排放佔比合計為 64%、低

於台灣的 81%。造成此一結果的原因則可以再檢視一次台灣發電業所用的燃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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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台灣自 1990 年至最新的 2023 年使用各式非潔淨化石燃料佔比平均為 75%，

而最新年則更提升至 83%，表示電力來自化石燃料的使用是漸增的（附表 4），而

同樣在 1990-2023 年、世界整體使用非潔淨化石燃料類於發電上佔比平均為 65%，

最新年降為 60%（附表 7），因此更不用說瑞典 1990-2024 年提供電力來自各式非

潔淨化石燃料能源佔比僅為 3%，而最新 2024 年總發電度數更僅有 0.5%來自化

石燃料（附表 5），已非常接近 2023 年設定預計於 2040 年達 100%無化石燃料電

力之目標。 

 

 

 

 

 

 

 

 

 

 

 

 

 

圖 23：台灣與世界工業部門能源消費比與其中發電業生產與  

所有工業部門 CO2 排放比 

 

五、瑞典、台灣與世界各種能源效率與能源消費耗損率的比較 

IEA 認定能源效率的技術性提升是實現清潔能源轉型的脫碳、保障能源安全

及實現經濟成長的「第一燃料」（first fuel），在轉型過程中需加強並推廣能源效

率的提升，以更少的能源獲得相同的成果；而能源密集度（energy intensity）則是

則是指一個國家或經濟體整體每單位的產出所投入的能源（IEA, 2024b）。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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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的指標有多個層面，可由直接最容易觀察的一國整體產出的 GDP 所使

用的能源總量（TES），亦即以 TES/GDP 為指標，此一指標比較貼近能源密集度，

此一指標數值越低表示一國 GDP 的產出對能源的依賴度越低，當然，此一指標

變低、未必表示技術效率的提升，也可能是產業結構的改變，比如由工業製造業

轉變至服務業。因此，如搭配各產業別的效率指標觀察，可進一步掌握來自各產

業技術效率的變動，然台灣這部分的資料在 IEA 的資料庫終於 2022 年版才納入

（IEA, 2022a），因此，難以如前述相關資料，與瑞典或世界併行比較歷年來的變

動。此外，此一指標因涉及各產業，而台灣與瑞典的產業差異極大，如要逐年比

較，需要深入剖析兩國產業的變動、遑論如要對照世界的產業，如此才能深入不

同國家或區域各產業結構的改變與對應的能源效率變動，這些關係相對複雜，必

須另文探討。 

因此，當前首先以資料最可得、結果最直覺的 TES/GDP 能源密集度指標作

為能源效率的代表之一，此一指標適合做為跨國與跨時間的比較，此一指標除了

是許多國家定義的能源密集度外，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7.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以下簡稱 SDG 7.3）也是使用此一指標，因此一指標所反應的

是一國為了產出 1 單位的 GDP 所耗費的總能源，也就是包括煉油及各種傳輸管

道的漏失，所以使用 TES 比較恰當，因此是國際公認的標準代理能源效率指標

（proxy indicator）（IEA, 2024b），後續為區別各種不同能源效率指標的不同，則

稱此為「能源供給密集度（TES/GDP）」，然而此一指標的缺點是無法反應各國產

業結構差異（如工業與服務業差異）、緯度高低與國家面積大小所需的住宅設施

與交通運具對能源需求的差異、及匯率與購買力對 GDP 影響造成的差異，由於

此一指標受產業結構與能源組合影響，因此指標數值的變動、未必是受純技術層

面能源效率的影響。如將 GDP 以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 parity, 以下簡稱 PPP）

平減，修正為 TES/GDP（PPP）、則可消除不同國家匯率及購買力的影響，以能在

相同基礎上比較（IEA, 2014；Patterson, 1996），因此，TES/GDP（PPP）為第二

個要觀察的能源效率指標，後續稱為「平減能源供給密集度（TES/GDP/（PPP））」

指標。 

由圖 24 可看出，台灣在 1990 年代的為生產每千美元 GDP（也就是

TES/GDP）」，比瑞典消耗的能源多，甚至比世界整體都還高，可能源自台灣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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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的傳統產業轉向資本密集，加上石化與鋼鐵等能源密集產業的擴張，而資訊

電子與半導體產業崛起，這些使得 1990 年代整體對能源需求顯著成長；然不論

對台灣、瑞典或世界，以 TES/GDP 表示的能源效率指標由 1990 年至今基本上是

逐年下降，表示以「能源供給密集度」顯示的能源效率都逐漸變好。而如果將能

源密集度中的 GDP 以特定年的物價指數平減成為「平減能源供給密集度

（TES/GDP（PPP））」，此一指標在台灣降低非常明顯，在 2000 年前甚至比瑞典

還低、也比世界低，表示在 1990-2000 這段時間、能源的使用在台灣創造出來的

GDP 效率相對的高，2010 年後至今、TES/GDP（PPP）仍優於世界整體，然已落

後瑞典。圖 24 的詳細資料如附表 17。 

進而、如要觀察能源在各部門終端消費的效率表現，則可以進一步以

TFC/GDP（PPP）觀察能源效率，然 TFC 因為包括非能源使用部分，比如石化工

業原料、油漆、瀝青等民生工業用品等等，這些能源消費並非為了動力或熱力的

生產，而是作為產品原料，由於要觀察的是衡量能源轉化效率與技術水準，因此

非能源使用項目則需由 TFC 中刪除。當然如果考量所有能源終將進入最終消費，

在生命週期的觀點，又關切的是國家經濟對燃料與原料的總體需求，TFC 中可以

包括非能源使用項目。因此，以下分別計算 TFC（不包括非能源使用）/GDP（PPP）

及 TFC（包括非能源使用）/GDP（PPP）兩種指標，分別稱之為「能源消費密集

度（TFC（不包括非能源使用）/GDP（PPP））」及「總能源消費密集度（TFC（包

括非能源使用）/GDP（PPP））」25。 

  

 
25 能源消費密集度」及「總能源消費密集度」都是用 GDP（PPP）平減過，但不稱為「平減能源

消費密集度」及「平減總能源消費密集度」，是避免名詞過於壘贅，因最原始能源密集度是能

源供給除以 GDP，另將能源密集度除以平減過的 GDP（PPP），為區別二者的差別，才稱為「平

減能源供給密集度」，而與能源消費面相關的指標，無此問題，因此省略平減二字，要與能源

供給密集度比較對照的能源消費密集度，必然都是以 GDP（PPP）平減過的能源消費或總能源

消密集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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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台灣、瑞典與世界 1990-2023 年能源供給密集度、平減能源供給密集度

及能源消費密集度比較  

 

圖 25 是台灣、瑞典及世界自 1990-2023 年 TES/GDP、TES/GDP（PPP）與

TFC（不包括非能源使用）/GDP（PPP）三種廣義的能源效率指標的變動與比較，

而 TFC 不包括非能源使用）/GDP（PPP）將非能源使用項目由 TFC 中刪除，因

這一部分台灣的數值很大，佔整個 TFC 的比例約 25.30%，表示台灣進口的能源

總量有四分之一是作為石化業等等原料用，此與瑞典極不相同，瑞典的最終能源

消費中僅有 0.3%不是供動力與熱力消費的非能源使用（附表 15 的註 a）。因此，

TFC 中僅涵蓋作為動力與熱力的生產的能源，可以貼近衡量能源技術性效率的升

降。而圖 24 中的 TFC（不包括非能源使用）/GDP（PPP）是產生每單位實質產

出、各種能源在末端使用上的效率，這些是扣除 TFC 中石化業的非能源使用總

量，也就是佔了約四分之一左右的 TFC 由 IEA 的 TFC 資料中扣除，TFC（不包

括非能源使用）/GDP（PPP）則是反應各種能源的燃燒與用電消費的效率，台灣

的表現優於瑞典與世界整體。然如果將 TFC 中的非能源使用加入，表示瑞典雖

然給人高能源效率的印象，但因為其國內物價極高，導致其每一單位的能源投入

所換取的實質 GDP（PPP）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多，此一結果如圖 25 所示，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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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瑞典與世界的 TFC（包括非能源使用）/GDP（PPP）各年數值如附表 17。 

 

 

 

 

 

 

 

 

 

 

 

 

圖 25：台灣、瑞典與世界 1990-2023 年能源供給密集度、平減能源供給密集度

及總能源消費密集度比較  

 

最後，衡量一個國家為了支撐其經濟產出，在能源供應體系內部所消費或損

失的能源總量，損失包括發電廠轉換損失（transformation losses）、能源產業自用

（energy industry own use）及電網傳輸與分配損失（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osses），因 IEA 資料中包括非能源使用項目，因此，要扣除這些非供動力及熱力

消費的非能源使用項目，使 TFC 中僅保留真正用於動力及熱力生產用的能源，

於是「能源消費耗損」為「平減能源供給密集度」（TES/GDP（PPP））與「能源

消費密集度」（TFC（不包括非能源使用）/GDP（PPP））的差所構成（Ang, 2006）。

相對的、也可計算 IEA 之 TFC 中所包括的所有項目、計算「總能源消費耗損」，

此一指標是「平減能源供給密集度」（TES/GDP（PPP））與「總能源消費密集度」

（TFC（包括非能源使用）/GDP（PPP））的差所構成，比較這二個能源部門密集

度，可以得知若未將非能源使用由 TFC 中刪除，對能源部門密集度指標造成的

潛在偏誤。又以「總能源消費耗損」主要是觀察國家整體產業對初級能源的依賴

度；而透過「能源消費耗損」（扣除非能源使用的能源）重點是聚焦於電力與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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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轉換效率；此一做法符合 IEA 能源平衡表之核心邏輯，主要是掌握 GDP

成長背後，能源部門自身所產生系統性負擔的大小（IEA, 2025）。 

由圖 26 可看出，台灣、瑞典與世界的 TFC 不包括或包括非能源使用，可分

別算出的「能源消費耗損」及「總能源消費耗損」，發現台灣「能源消費耗損」比

瑞典高，表示台灣為了維持產生每年的實質 GDP 產出、能源系統本身消費掉的

能源數量比瑞典高，這是因為台灣高度依賴火力發電，石化加工自用，又提供產

業所需的電，能源部門本身耗損的能源量比瑞典高，瑞典相對低是因為瑞典是以

水力及核能發電為主，所以能源部門耗損極低。如果再回顧台灣的「平減能源供

給密集度」指標（圖 24）（TES/GDP（PPP））幾乎與瑞典差不多，表示投入的能

源資源效率與瑞典差異不大，而最後產出的「能源消費密集度」指標（TFC（不

包括非能源使用）/GDP（PPP））效率也優於瑞典，表示末端的能源使用也是相對

有效率，然最後結果「能源消費耗損」卻是比瑞典高，如此顯示台灣的能源由 TES

轉換至專供末端動力與熱力的轉換效率仍有相當改善的空間。而如果 TFC 包括

所有非能源使用項目，而台灣最終的「總能源消費密集度」（TFC（包括非能源使

用）/ GDP（PPP）在 1990-2000 期間也都比瑞典為佳，台灣的「總能源消費耗損」

自 1990 年起雖緩慢下降，然至今仍比瑞典高。由此可見，一般認為台灣能源效

率差是因為石化業太發達，然即便不包括石化原料及相關產業在內的能源消費，

「能源消費耗損」依舊高於瑞典，表示可改善能源供給的結構性以降低能源消費

耗損。 

因此，如果 TFC 中包括非能源使用項目、如石化原料等等，誤將此認為是能

源由投入至末端使用的能源損耗，損耗率因此變低，這是誤將能源轉換的技術效

率與產業對整體產業的依賴度混為一談，合理的能源消費損耗率應該是 TFC 中

僅包括純做為各部門動力與熱力所需的能源消費。至於世界整體，單獨觀察「能

源供給密集度（TES/GDP）」（圖 24）、「平減能源供給密集度（TES/GDP（PPP））」

（圖 24）、「能源消費密集度（TFC（不包括非能源使用）/GDP（PPP）」（圖 24）

或「總能源消費密集度（TFC（包括非能源使用）/GDP（PPP））」（圖 25）等指

標，與個別國家比較時，可以發現世界的「能源消費耗損」與「總能源消費耗損」

（圖 26），不論是能源消費或是總能源消費都比任一國家低，此與個別國家的數

值差異極大。這是因為在全球的大尺度下、能源的供給與末端各部門的消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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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應該是一樣，個別國家因為各種密集度指標高低表現各不相同，而世界則是各

國高低的平均，因此比個別國家高低差異顯著。 

 

 

 

 

 

 

 

 

 

 

 

 

 

圖 26：台灣、瑞典與世界 1990-2023 能源消費耗損與總能源消費耗損比較  

 

「能源消費耗損」及「總能源消費耗損」是以絕對值表示，或許難以感受個

別國家或世界能源消費耗損的嚴重性，因而如以耗損率表示，也就是計算各國或

世界能源消費耗損與總能源消費耗損佔平減能源供給密集度的比例，結果如附表

18，台灣 34 年平均能源消費耗損率為 53.42%，而最新 2023 年尚比平均能源消

費耗損率還高，表示供電力與熱力使用的能源消費耗損率持續上升，而瑞典同期

平均為 35.73%，世界在各國高低不同情況下則平均為 11.13%。造成台灣和瑞典

能源消費耗損率的原因各不相同，台灣主要是能源中有大量的化石燃料，而燃燒

化石燃料產生動力必然伴隨大量廢熱的熱損失；而瑞典則是電力遠距離多方傳輸

至鄰近國家的線損。然如果將做為原料或產品的非能源使用項目合併在總能源消

費中，依此同樣可以計算總能源消費耗損率，台灣、瑞典和世界各年對應的耗損

率均降低，因此美化了能源耗損率，台灣各種非供電力或熱力使用的非能源使用、

比例高達總能源消費 TFC 約四分之一，瑞典則僅有 3%，因此，納入非能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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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對台灣而言，總能源消費耗損率比能源消費耗損率降低達 16%之多，瑞典

則僅有 4%左右的變動。然如果要觀察一單位能源投入作為電力與熱力的最終消

費所產生損失，則這些非能源使用項目則不能納入能源消費中。由此可見，台灣

作為電力與熱力消費的能源耗損率相當高，表示每單位能源投入動力生產、有一

半以上是耗損而無法轉成最終動力或熱力使用。圖 27 則是台灣、瑞典與世界由

1990-2023 能源消費或總能源消費耗損率的變動與比較。  

 

 

 

 

 

 

 

 

 

 

 

圖 27：台灣、瑞典及世界 1990-2023 能源消費耗損率及總能源消費耗損率  

肆、結語：瑞典能源政策對台灣的啟示 

由 IEA 掌握的資料得知，2024 年全球電力需求強勁成長，主要得益於電氣

化的推展，2024 年電力消費量年增 4.3%、高於 2023 年的 2.5%，並持續維持 3.9%

的成長，而預估 2025-2027 年新增電力需求將全部來自低排放技術所提供，而這

段時間對電力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發展中經濟體，至於已開發經濟體、整體而言

在 2021 至 2024 年期間基本上沒有改變，然 IEA 預估已開發經濟體如美國及 EU

等，電力需求自 2027 年將再次隨著經濟成長而上升，這與過去 15 年的趨勢相反，

主要是由於電動車、空調、資料中心和熱泵等設備的用電量不斷成長與擴張所致

（IEA, 2026bj）。由此可見，瑞典早在 2015 年即已預估電力需求拉力的存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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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宣示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無化石瑞典」（FFS）的福利國家，進而於 2023 年更

具體宣示至 2040 年，將「100%再生能源電力」修正為「100%無化石燃料電力」

的務實方向，而成為 2045 年達淨零的能源政策重大轉向，距 2040 年尚有 15 年

時間，最新 2024 年來自無化石燃料電力已達 99.52%（IEA, 2026）。 

瑞典的能源自始即善用原有的水力資源及木材各種殘餘物的生質能與廢棄

物，這些是用於寒冷氣候所需的住宅區域供暖及 CO2排放大宗的陸上交通運輸工

具；風力及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的發展是 2015 年後才陸續出現，再生能源發展

遇到民眾抗爭的阻力超乎原本預期，發展不到 10 年時間隨即很務實的由原本預

計電力要 100%來自再生能源，轉向 100%來自無化石燃料，這是擴大提供電力的

燃料能源來源與種類；由於此一轉變、使得原本在 1980 年因公投即將遭淘汰的

核能又重新回到提供電力燃料能源的行列。鎖定電力燃料來源要達無化石燃料目

標，主要是電力在所有能源最終總消費（TFC）來源中佔了近三分之一，且電力

是提供其他所有非發電業者使用的間接燃料，而其他數量龐大的非發電業者（主

要是工業部門之中的各產業）所需燃料能源別，則依產業發展選擇各自所需的燃

料。然電力的提供不論是發電、輸電或配電的國營民營公司家數有限，站在管理

的角度，管理家數有限的各型態電力提供者、遠比管理數量龐大的大小型工業部

門相對容易。也因此，此一務實的作法得以讓瑞典在新一階段的能源轉型中不僅

可以提供國內低碳電力，透過電氣化也得以讓其他產業實現脫碳，如此也促成國

內產業改革、以適應能源轉型為電力系統之變革。此外，身為 EU 的成員國，瑞

典的「100%無化石燃料電力」同時也具體落實 EU 在 2019 通過《潔淨能源惠及

所有歐洲人》的提案，特別當瑞典是歐洲電力主要出口國時，「100%無化石燃料

電力」正是供應者展現賣出之電力是優質的保證。 

而得以達成「100%無化石燃料電力」關鍵燃料能源是核能，核能曾因公投而

決議逐步淘汰，然公投議決至逐步淘汰期限的 30 年間，民眾、議會、產業的爭

論持續不斷，因此，政府並未積極淘汰、也未鼓勵興建，具體作為僅針對原本以

核能產量為課徵標的核能稅改為以核反應爐大小為課徵標的核容量稅，增加核反

應爐的裝置成本，以此限縮核反應爐的成長。自 1980 年公投後、瑞典政府每年

都調查瑞典民眾對核能的支持度，基本上都很高，最新 2024 年結果更高達 75%

民眾支持核能，遠高於歐洲整體的 44%及同屬北歐的芬蘭之 52%及能源消耗大國



瑞典的能源政策   65 

美國的 54%，年複一年的支持度調查，正是政府向民眾溝通核能優缺點的管道與

機會，導致瑞典民眾的高支持度、可能源自民眾認為以核能為能源生產風險即便

大，然以石油和煤炭的能源風險則更大。核能再度成為電力能源，核能安全及用

過核燃料的再利用及處置，自商用核反應爐於 1972 年開始運轉，瑞典於 1985 年

即成為全球最早有用過核燃料中繼儲存場的國家之一，最終處置場於 2011 申請、

2025 年動工，準備於 2030 年接手來自中繼儲存場之用過核燃料。由此可見，不

論核反應爐是否公投決議淘汰，核能運轉的安全溝通、用過核燃料由產生、運輸、

儲存到最終處置的工作準備，自核反應爐開始運轉、即不曾停止。 

核能因公投決議要逐步淘汰期間，由於淘汰似有若無的不確定性，乃提議以

再生能源取代核能，然一般認為以再生能源既不經濟也不環保，陸域風機發展因

此不如預期，特別是對於有豐富核能技術經驗的瑞典，電力結構並非透過再生能

源取代核能就能實現，考量核能擁有僅次於水力及陸域風機第三低的發電成本，

再次讓核能成為電力燃料能源的選項，是瑞典政府為因應至 2045 年電力需求倍

增、同時要達淨零目標，以排碳為衡量指標之「技術中立」下的選擇結果。又為

解決地方政府對陸域風機裝設的否決權，自 2026 年起則提升風機開發商之房地

產稅率、將稅收完全歸地方政府，以「利益分享」方式降低地方政府對風力設施

興建的否決。而太陽光電原本就不是瑞典再生能源發展的重點，目前透過「綠色

技術稅收減免」抵減部分裝置成本及太陽能公司餘電賣回電網的補貼，自 2026 年

1 月取消餘電回賣補貼，讓太陽光電裝設逐步回歸市場，然民眾視風力與太陽儲

能設施由 NIMBY 到 NIABY，毫無疑問、已凸顯這類設施裝置的困難度將日益升

高。此外，瑞典也善於利用現成廣大森林殘餘物發展生質能，這些殘餘物也以再

生能源身份貢獻出比太陽光電更高比例於「100%無化石燃料電力」。 

瑞典淨零年訂在 2045 年，目標是 GHG 排放降至比 1990 年低 85%，一般認

為是因為夠高的碳稅稅率才得以達淨零目標，瑞典碳稅稅率自 1991 年起即是全

世界最高，然這是由能源稅轉變而來，又高碳稅稅率下的稅收，並未以收入循環

專款專用於綠色或特定計畫，而是以一般預算採取更彈性的「綠色稅收移轉」，

將碳稅收入擴大移轉至所得稅的降低、投資之抵減，針對壞財貨課稅、好財稅減

稅的模式，不僅使高碳稅稅率仍可獲得支持，同時在高碳稅稅率下仍可維持經濟

的成長，因此，碳稅可說是同時擁有碳排減少與經濟成長的雙紅效果（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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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nd）。如以每一個特定年比較瑞典和其他課徵碳稅國家的碳稅稅率，瑞典確

實都是最高，然如果觀察瑞典最近 5 年的碳稅稅率，瑞典碳稅稅率在北歐 5 國中

增加的幅度為最小，因此，瑞典是否仍為「氣候進步型」國家也引發質疑。由此

可見，瑞典今天達成的減碳成果，並非靠單一高水準碳稅稅率即可達成，而是針

對能源及其他收入施行多種課徵、抵減、補助等政策結合的結果；當然最重要的

仍是瑞典政府設定 2040 年「100%無化石燃料電力」目標、使核能再次成為電力

燃料能源選項，讓核能對此目標的貢獻、可由目前電力已有 30%來自核能為起點。 

瑞典能源政策的經驗，似乎是台灣當前及未來即可預見將面臨的問題，檢視

台灣與瑞典自 1990 年至今 TES 與 TFC 的變動，兩國有相同處、而有更多的相異

點。台灣的淨零目標年設在 2050 年，階段性減碳目標的主要戰略、基本上是由

化石燃料轉向電力與氫能，而電力一則仰賴電力排碳係數的降低，再者是再生能

源的大幅提升，至 2050 年、尚且規劃再生能源比可高到 60%-70%，屆時再生能

源不僅取代核能、亦取代化石燃料。台灣 TES 中的水力、生質能與廢棄物及地熱

過去數十年來均停留在 1%左右的比例，再生能源要達 60%-70%可依賴的就剩風

力與太陽光電，瑞典土地面積是台灣近 13 倍、人口不到台灣的一半，瑞典在地

廣人稀的土地上發展風力已困難重重，不知地狹人稠的台灣得以保握風力與太陽

光電再生能源可以佔 TES 一半以上比例，使電力得以去碳化，而去碳化的電力方

可以讓非電力部門去碳化。為加速電力外其他各部門的電氣化，仰賴再生能源讓

電力去碳化已是不可能的任務，而非電力部門的電氣化又要倚賴不可能由如此高

比例再生能源所提供的電力，此不折不扣正是重蹈瑞典 2019 年「100%再生能源

電力」大膽決策的覆轍，瑞典體認到以風力與太陽光電為主要電力燃料能源、未

將核能視為長遠發展的重點是不可能的任務，乃於 2023 年務實的修正為「100%

無化石燃料電力」。 

要確認台灣的淨零目標、總電力將有 60%-70%來自再生能源的可行性，先行

檢視 1990 年至 2023 年的電力來源就有跡可尋。台灣 2023 年的總電力消費比

1990 年成長了近 3.5 倍，目前已為瑞典的 2 倍，而瑞典自 1990 年至今用電量幾

乎未變；台灣用電成長、正面看待一則顯示經濟的活絡、再者可能源自產業結構

的改變，然如何快速提供成長中的電力需求，而這些電力又是如何產生，1990 至

2023 年、台灣選擇 75%的化石燃料為電力燃料能源，而近 10 年此一比例更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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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而最新 2023 年則有 83%的電力是來自化石燃料類，此一比例也遠高原世

界平均的 64%，而台灣遞減的石油是由認定為乾淨的煤之天然氣快速增加所取代，

殊不知天然氣對全球暖化影響是 CO2的數十倍，煤則持續保持有增無減的比例。

同期間，瑞典電力燃料來源僅使用 3%的化石燃料，而最新 2024 年電力燃料更僅

有 0.48%是來自化石燃料，表示瑞典已極接近 2040 年所設定的「100%無化石燃

料電力」目標。 

這段期間、台灣電力來自各式再生能源的平均為 7%，即便是最近 5 年平均

也僅 8%，以此速度、真可樂觀期待 2050 年再生能源電力將達 60%?如能源供給

面難以提供規劃中之再生能源電力比例，必然使得發電業部門成為 CO2排放的主

要部門，因此，當工業移轉至以用電為主的產業時，再加上政府以各種方式鼓勵

運具電動化，這些以電力為主產業之興起與 /或電氣化/電動化在生活中的普遍性，

如此僅是讓末端消費者誤認為自己沒有直接使用燃燒的燃料能源，殊不知身為台

灣電力公司電力的末端消費者，依舊是化石燃料的（間接）消費者。台灣 34 年

來核能發電比平均為 19%比全世界的 14%高，然因政府政策的選擇，2025 年完

全去除核能在電力供應之行列，中短期因應之道就是以各種化石燃料填補電力燃

料能源的空缺，核能的去除、無疑也增加其他燃料能源、特別是再生能源發電的

壓力。而是否讓核能繼續貢獻於電力的生產，近年在台灣有不少的爭論，政府亦

為此而有三次公投，分別是 2018 年「以核養綠」、也就是廢除 2025 非核家園期

限公投，2021 年重起核四公投，2025 年重起核三公投，後兩者公投均沒有通過。 

台灣 8 年來頻繁舉辦 3 次公投，然不論公投結果為何，政府依既定方向陸續

除役各核反應爐，由於廢核走向的確定，如此則促使核能支持者抱持希望，認為

在確定失去核能後，政府將被迫投入更多資源研發多元能源技術以填補缺口，也

就是斷絕無核能的後路、能激發其他能源技術的突破性發展；相反地，核能反對

者則擔憂若此時仍考慮讓核能重啟或延役，將會阻礙（排擠）其他能源技術獲得

應有的發展資源，也就是沒有核能、才能移除阻礙其他再生能源技術的結構性障

礙。然廢核的確定走向，並未如核能支持者所期待、政府投入更多資源研發多元

能源技術。數據顯示、無核能後就是使用更多化石燃料，來自化石燃料的電力比

由 79%提升至 83%。同樣的，廢核方向的確定，亦沒有一如核能反對者所預期，

再生能源技術結構性障礙依舊存在，曾貢獻近 10%電力燃料能源的水力發電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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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下降，而生質能與廢棄物毫無進展，再生能源的發展僅侷限於風力與太陽光電

兩大項，將國家電力來源的六到七成比例壓在間歇性的風力與太陽能再生能源上，

後果可能面臨台灣獨立電網不穩定、無法向四面求助電力所造成的產業浩劫與生

活停擺災難，此與歐洲大陸陸域相連情況不同；此外，這類間歇性再生能源所需

的儲能與電網設施極易超越發電成本，目前尚未計入完全儲存來自這些能源之設

施與四通八達的電網成本，發電成本已是不合理的高，未來支付給這兩類再生能

源所需成本恐不下於缺電對民眾生活所造成的危害。最後，在地狹人稠的台灣發

展需佔地遼闊面積的風力與太陽光電，最大也是最致命的問題就是與農爭地、與

漁搶地、進而破壞多元的生態棲地。即便風力與太陽光電再生能源長期可以成為

台灣電力來源的主軸，想必無人樂見台灣屆時將成為生產完美再生能源電力的無

人島。 

由此可見，廢核方向的確定，亦即當核能被排除於電力燃料能源的來源後，

政府並未因此投注更多資源於更多元能源技術的研發，即便核能確定廢除後、亦

未積極與民眾清楚溝通用過核燃料真正潛在的危害，當然亦未見找尋或公開討論

用過核燃料的中繼與最終處置場。台灣民眾將核電廠用過的燃料棒一律視為廢棄

物，事實上、位於新北石門的核一廠一號機於 1978 年 12 月 10 日正式商轉時，

核燃料再處置於 1976 年在美國壓力下已正式放棄，表示台灣核電廠尚未正式商

轉前，美國已幫台灣決定用過核燃料不能再處置，自此、用過核燃料的產生即直

接當成廢棄物，這是為避免再利用這些燃料不慎發展核武，將用過核燃料完全當

成無用的核廢料，比日常可回收的牛奶瓶、鋁箔包飲料包還不如，民眾也都認定

這些全都是廢棄物、且是有輻射的廢棄物，數十年來、既然無須再處置，自然完

全未見公眾討論最終處置場該在何處。瑞典第一座商轉核電廠於 1972 年上路，

而最終處置場選址於 1992 年啟動，至 2025 年動工，預計 2030 年將中繼處置場

的核廢料移至最終處置場。而台灣第一座商轉核電廠始於 1978 年，至今仍未讓

百姓得知或公開討論最終處置場的選址，而將可否妥善處理核廢料變成可否使用

核能的條件，即便不再處理新生成的核廢料，過去已產出的用過核燃料或核廢料

的中繼處置與最終處置也應該討論，否則如何一相情願的寄望尚未大規模普及商

轉的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all modular reactor）。台灣應避免讓民眾事前不知、事

中不（無法）說、事後抗爭的「溝通」模式，仿效瑞典先採地方自願徵選、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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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國家地質機構同步進行調查的遴選模式。 

最後，台灣對比於瑞典、平減能源密集度指標，也就是 TES 以相對低物價平

減衡量的 TES/GDP（PPP），自 1999 年至 2023 均大於瑞典，而此後 10 年也高於

世界，表示台灣能源供給端的效率不僅落後世界、更遠不及瑞典，如此使得能源

消費耗損率遠高於瑞典，表示 TES 中的化石燃料成為電力能源來源的 TFC 時耗

損極高。接續可以觀察 2024 年及之後以平減能源密集度指標為表示之能源效率

的變動，理論上以平減能源密集度指標表示的能源效率將變差，這是因為以化石

燃料替代核能的代價。而如果能源消費密集度以 2015 之 GDP 平減所代表的能源

效率，也就是 TFC（不包括非能源使用）/GDP（PPP），原本在 1990-2023 年間並

不輸給瑞典，代表台灣的經濟發展、能源消費端已具備極高效率基礎，也就是台

灣每單位實質 GDP 產出所消費的能源不僅優於世界、也與被視為高能源效率的

瑞典差異不大，然 2025 年核能退出電力的供應後，能源消費端的高效率是否依

然存在，值得觀察。由此可見，台灣的能源效率並非源於產業或任何消費端（TFC）

的浪費，而是源於能源供應（TES）的結構，亦即台灣在承擔比瑞典更高的「能

源消費耗損」及「總能源消費耗損」之際，依然能在消費末端效率與瑞典有雷同

的表現，也就是涵蓋所有非能源使用項目的台灣產業總能源消費 TFC 效率已接

近瑞典，由此可見，未來的節能空間無可避免必然需鎖定電力的低碳或無碳燃料

能源結構與發電業部門能源供給之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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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台灣 1990-2023 年電力總度數來自傳統各類非潔淨燃料與各潔淨能源佔電力總發電度數比 

年 電力總

度數 

（百萬

度） 

傳統各類非潔淨燃料發電 

度數佔電力總度數比例 

（%） 

 各潔淨能源發電度數 

佔電力總度數比例 

（%） 

煤 油 天然

氣 

合計  核能 水

力 

生質

能 

廢棄

物 

風力 太陽

光電 

地

熱 

合計 

1990 92,297 29.76 24.23  1.30 55.29  35.61 8.87 0.23 ----- ----- ----- 0.00 44.71 

1991 100,899 31.11 25.37  2.84 59.32  34.98 5.46 0.24 0.01 ----- ----- 0.00 40.68 

1992 105,529 35.59 21.30  2.86 59.75  32.07 7.91 0.23 0.03 ----- ----- 0.00 40.25 

1993 115,207 38.90 22.97  2.26 64.13  29.82 5.83 0.19 0.03 ----- ----- 0.00 35.87 

1994 124,637 38.73 21.60  4.32 64.65  27.98 7.13 0.17 0.08 ----- ----- ----- 35.35 

1995 133,117 37.81 24.22  4.39 66.42  26.53 6.67 0.20 0.18 ----- ----- ----- 33.58 

1996 141,962 42.20 19.94  4.39 66.52  26.62 6.37 0.18 0.31 ----- ----- ----- 33.48 

1997 150,486 43.62 19.44  5.96 69.02  24.10 6.36 0.18 0.34 ----- ----- ----- 30.98 

1998 163,229 43.10 18.47  8.75 70.32  22.59 6.50 0.15 0.44 ----- ----- ----- 29.68 

1999 169,064 43.56 18.79  9.14 71.49  22.48 5.29 0.16 0.58 ----- ----- ----- 28.51 

2000 184,840 47.05 16.79  9.55 73.40  20.83 4.80 0.16 0.81 0.00 ----- ----- 26.60 

2001 188,528 50.43 13.77 10.88 75.08  18.82 4.86 0.18 1.05 0.01 ----- ----- 24.92 

2002 198,686 51.75 10.53 13.20 75.48  19.91 3.20 0.21 1.20 0.01 ----- ----- 24.52 

2003 209,074 53.73 9.29 13.57 76.58  18.60 3.30 0.19 1.32 0.01 ----- ----- 23.42 

2004 218,395 52.81 8.01 16.56 77.37  18.08 3.00 0.16 1.38 0.01 0.00 ----- 22.63 

2005 227,510 52.76 7.56 17.11 77.43  17.57 3.48 0.14 1.34 0.04 0.00 ----- 22.57 

2006 235,529 52.67 8.43 17.03 78.13  16.93 3.40 0.14 1.30 0.12 0.00 ----- 21.88 

2007 243,109 52.84 6.92 18.52 78.28  16.68 3.44 0.12 1.30 0.18 0.00 ----- 21.72 

2008 238,304 51.28 6.31 20.36 77.95  17.13 3.26 0.11 1.30 0.25 0.00 ----- 22.05 

2009 230,035 52.46 4.09 20.55 77.10  18.07 3.07 0.10 1.32 0.34 0.00 ----- 22.90 

2010 247,059 49.52 4.51 24.39 78.41  16.85 2.94 0.11 1.27 0.42 0.01 ----- 21.59 

2011 252,165 49.36 3.76 25.46 78.58  16.70 2.74 0.09 1.27 0.59 0.03 ----- 21.42 

2012 250,367 48.90 3.04 26.48 78.42  16.15 3.44 0.10 1.27 0.57 0.06 ----- 21.58 

2013 252,342 48.13 2.70 27.10 77.94  16.50 3.41 0.09 1.29 0.65 0.13 ----- 22.07 

2014 259,962 47.49 3.08 28.11 78.68  16.31 2.86 0.10 1.28 0.58 0.20 ----- 21.32 

2015 258,143 45.39 4.64 30.61 80.64  14.13 2.91 0.10 1.31 0.59 0.33 ----- 19.36 

2016 264,108 45.90 4.50 31.54 81.95  11.99 3.73 0.08 1.29 0.55 0.42 ----- 18.06 

2017 270,252 47.35 4.71 33.84 85.89  8.31 3.25 0.07 1.24 0.64 0.62 ----- 14.11 

2018 275,534 47.64 2.97 33.54 84.14  10.05 2.85 0.07 1.29 0.62 0.98 ----- 15.86 

2019 274,177 46.10 2.13 33.24 81.48  11.79 3.19 0.06 1.33 0.69 1.46 ----- 18.52 

2020 279,990 44.97 1.58 35.68 82.22  11.23 2.21 0.07 1.28 0.82 2.17 0.00 17.78 

2021 291,015 44.28 1.83 37.24 83.34  9.55 2.29 0.07 1.24 0.78 2.74 0.00 16.66 

2022 288,149 42.01 1.54 38.87 82.42  8.24 3.09 0.06 1.25 1.23 3.71 0.01 17.58 

2023 282,154 42.23 1.34 39.56 83.13  6.31 2.49 0.08 1.19 2.21 4.58  0.01  16.87 

平均 212,231 45.63 10.30 19.09 75.02  18.81 4.22 0.13 0.97 0.50 0.87 0.00 24.97 

資料來源：本文計算自 IEA（202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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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台灣、瑞典及世界 1990-2022 年電力排碳係數指數值* 

年  電力排碳係數 

瑞典 台灣 世界 

1990  118.650 -----  94.305 

1991  147.279 -----  94.515 

1992  125.262 80.389  95.251 

1993  127.688 84.438  93.972 

1994  137.405 84.336  95.127 

1995  123.297 86.357  95.945 

1996  183.499 86.484  99.418 

1997  129.035 90.971 101.206 

1998  131.169 92.972 101.347 

1999  117.140 96.411  99.952 

2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2001  101.472   102.089 101.330 

2002  126.928   100.224  99.480 

2003  146.582 99.497 101.563 

2004  122.902 98.919 101.128 

2005  105.716 99.017 100.282 

2006  114.698   100.024 100.336 

2007   95.990 98.640 101.335 

2008   94.788 98.343 100.024 

2009  101.660 95.813  98.983 

2010  121.870 94.683  98.745 

2011   98.355 96.579 100.362 

2012   78.489 96.071 100.149 

2013   84.374 94.788 100.140 

2014   74.070 95.669  98.925 

2015   69.388 96.720  95.877 

2016   80.868 97.451  93.319 

2017   77.634 101.074  92.947 

2018   80.579 95.044  92.284 

2019   69.778 91.359  90.490 

2020   67.844 90.218  88.204 

2021   67.222 90.430  89.110 

2022   63.638 88.766  88.076 

資料來源：IEA（2026l；2026m；2026n）。 

註*：表中所有指數值是以 2000 年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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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台灣與瑞典 1990-2024 年人均 GNI 與人均 CO2排放量 

年 台灣  瑞典 

人均 GNI 
 
（千美元/人） 

人均 CO2排
放 

（噸/人） 

 人均 GNI 
 
（千美元/人） 

人均 CO2

排放 
（噸/人） 

1990 8.420 5.760  27.760 6.084 
1991 9.372 6.172  29.110 6.162 
1992 11.000 6.481  31.340 6.421 
1993 11.448 6.890  28.200 6.355 
1994 12.343 7.235  27.700 6.535 
1995 13.315 7.577  28.090 6.450 
1996 13.826 7.892  30.400 7.061 
1997 14.163 8.447  31.400 6.362 
1998 12.911 8.903  31.100 6.466 
1999 13.929 9.335  31.310 6.336 
2000 15.105 10.103  31.600 5.860 
2001 13.647 10.169  29.710 5.752 
2002 13.990 10.453  29.130 5.910 
2003 14.481 10.805  32.690 6.028 
2004 15.797 11.201  39.690 5.816 
2005 16.846 11.482  45.690 5.401 
2006 17.346 11.771  49.090 5.208 
2007 18.189 11.845  52.180 4.997 
2008 18.503 11.275  55.370 4.840 
2009 17.460 10.684  52.390 4.463 
2010 19.765 11.393  54.380 4.976 
2011 21.410 11.628  56.450 4.560 
2012 21.922 11.431  58.840 4.256 
2013 22.552 11.417  61.530 4.061 
2014 23.492 11.600  61.350 3.877 
2015 23.367 11.580  57.900 3.835 
2016 23.684 11.786  53.850 3.728 
2017 25.745 12.030  52.240 3.643 
2018 26.531 11.771  54.930 3.380 
2019 26.759 11.375  56.100 3.301 
2020 29.649 11.314  54.590 3.157 
2021 33.987 11.683  59.840 3.376 
2022 33.828 11.282  61.920 3.095 
2023 33.526 5.760  60.300 6.084 
2024 35.531 6.172  58.190 6.162 

       資料來源：台灣人均 GNI 來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26）； 
                 瑞典人均 GNI 來自 World Bank（2026b）； 
                 台灣與瑞典人均 CO2排放量來自 IEA（2026ae；2026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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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ergy Policy of Sweden: From “100% 

Renewable Electricity” to “100% Fossil-free 

Electricity” 

Pei-Ing Wu 

President, Taiwanes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e nuclear power referendum of Sweden in 1980 decided to phase-out nuclear power by 2010.  

Thus, “Framework Agreement on Energy Policy” in 2016 sets target of “100% renewable 

electricity” by 2040 and 2045 is the net zero year.  The barriers and obstacles in developing 

onshore wind turbine, one of the major renewable energies, since 2009, however, is much higher 

than expected.  Due to low solar irradiance, the lack of large-scale energy storage facilities,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with farm land use is the largest problem in developing solar photovoltaics.  

The most crucial factor is the electrification of many sectors other than electricity generation sector 

has pushed the demand for electricity from 170 Twh in 2024 to 300 Twh in 2045.  This has driven 

the policy switching to “100% fossil-free electricity” and enabling electricity to serve as a critical 

support for the electrification of other industries and sectors.  Nuclear restored as one of the 

components in energy structure is the choice under the main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i.e. whether there is GHG emission or not.  According to the newest available data in 2024, the 

electricity is generated by hydro power, onshore wind turbine and solar photovoltaics, biomass and 

waster, and nuclear has already been 99.52%.  This almost achieves 100% fossil-free electricity.  

Nuclear power has contributed 29.29% among all sources of electricity generation.  Moreover, 

Sweden uses its high carbon tax for a “green tax shift”, i.e. taxing environmental bad such as GHG 

and shifting the burden toward reducing income tax and providing investment credits.  This creates 

a 'double dividend' by cutting emissions while boosting the economy.  Finally, it deserves to 

observe the energy trans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loss rate for one unit of energy input in electricity 

and/or heating generation.  The loss rate represent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efficiency).  

The average loss rate is 35.73% in 1990-2023 for Sweden.  The loss is mainly from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osses across the European grids.  The loss rate in the same period for Taiwa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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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2%.  This relatively higher rate mainly results from waste heat during fossil fuel combustion 

for electricity generation. 

Keywords: spent nuclear fuel, fossil free Sweden, clean energy for all European, nuclear waste 

fund, green tax shift, energy trans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loss rate, double dividend




